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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从“谁得到什么”到“得到又怎么样”

自孔德于1938年正式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在社会学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分层研究始终是社会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论题之一，许多社会学大家都曾涉足该论题并构建了诸多理论。长期以来，社会分层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其主题和理论动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及社会思潮的新趋势紧密相关
(1)

 。

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连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向上流动，有人经历了水平流动，还有的人经历了向下流动。一方面，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理解，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媒体、社会参与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利益博弈、体制变革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下，包括工人、农民、失业者等的社会中下阶层所受到的结构性“挤压”越来越明显，社会冲突与矛盾激增。最近的20多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社会学家们针对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论在理论思考还是在经验分析上，都做了大量扎实和系统的研究工作，成果颇为丰硕。


 一　“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

按照伦斯基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一书中的经典阐释，“几乎所有在这一领域中的大理论家们，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偏向，都试图在回答基本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这个问题是所有讨论阶级和阶层，以及它们的结构性联系时的基本问题”
(2)

 。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十多年里，国内社会分层研究重点回答的就是以下两个基本问题：（1）“谁得到了什么？”（Who gets what？）——社会分层结构和分层框架；（2）“为什么会得到？”（Why？）——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机制。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描述当代中国的分层结构。（1）“断裂”论。孙立平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从资源配置的扩散趋势向重新积聚趋势转变，即出现了社会财富和其他各种社会资源越来越向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集中的趋势，而相当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形成；当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的差距越拉越大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出社会结构，最终导致了“断裂社会”的出现
(3)

 。（2）“结构现代化”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十大阶层、五大等级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差距，但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应该说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在中国已经形成
(4)

 。（3）“碎片化”论。李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组合（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5)

 ，整个社会呈现“碎片化”。不过，到了2005年左右，他又指出，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倾向，阶层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型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
(6)

 。有学者总结指出，该论断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多维化和交叉化，且没有出现界线分明的阶级或阶层，具有一致利益认同的阶级阶层未必会出现
(7)

 。（4）“结构化”论。李路路在工业化—功能主义和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以及“关系论（阶级论）”和“分配论（等级论）”的理论传统下，提出在中国由再分配经济朝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具有“双重再生产”的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结构化的机制随着制度转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8)

 。

以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判断陆续被提出后，有学者对它们做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发现在这些不同观点内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上，既有共通性也存在差异，而且在预测发展趋势上各有所长
(9)

 。虽然学者们对当代我国分层结构的描述分歧较大，但他们几乎都立足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这个大背景，没有将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变化简单地认作是经济—技术理性的重构结果，而是强调阶层结构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中被形塑，它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和变革过程的结果
(10)

 。以上梳理的四种论断都是在2000年前后提出，近年来很多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化特征和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11)

 。

如果说上述观点更多侧重于客观阶层结构，那么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转向客观阶层结构和主观阶层结构并重。张翼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CGSS2008资料的分析，发现中国的主观阶层（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区别较大，农民阶层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被打开但社会上层的开放性不高，越是年青一代越有机会进入非农阶层
(12)

 。与早先学者局限于通过横向跨国比较发现中国的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
(13)

 相似，最近有学者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GSS）和“中国社会变迁调查”等纵贯性观测数据的分析，发现认同“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偏高，而且还逐年攀升，主观阶层呈纵向“向下偏移”态势
(14)

 。

第二，建构符合中国社会的分层框架。如前所述，对当代中国分层结构，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多数经过了经验资料的检验，而少数仍停留在理论“想象”层面。在笔者看来，对分层结构研判的不一致性，譬如到底是“倒丁字型”
(15)

 还是“洋葱头型”
(16)

 ，其中的“罪魁祸首”在于缺乏一个科学严谨和统一的分层框架（schema of stratification）。正如李路路等指明的那样，“……实际上，很多研究在经验分析中往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分层图式的选择或构建，或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把社会分层图式放到一个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而仅仅把它作为众多可选自变量中的一种”
(17)

 。

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分层框架
(18)

 有四个。

（1）陆学艺框架（LXY）。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提出由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分层框架。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19)

 。

（2）李路路框架（LLL）。基于中国特定制度结构特点，按照阶级阶层与权力、资源多样性和权力多样性、结构多元化的原则，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分层框架，提出了五分类的框架：①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②专业技术人员；③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④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⑤自雇佣者/个体户
(20)

 。最近，李路路等人又以权力—支配关系作为阶层分析的基本维度，基于对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关系的直接测量，得到了十个阶层位置和四个阶层（雇主、自雇佣者、非体力雇员和体力雇员）的分层框架
(21)

 。

（3）刘欣框架（LX）。LX框架以公共权力和基于资产产权的市场能力为基础，依据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行政管理等级制、公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制、劳动人事身份制、技术等级制等次级制度，划分出两对基本阶层，十七个具体阶层位置，并以此提出由社会上层、新中产上层、新中产下层、小业主和自雇者、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六个阶层构成的中国城市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
(22)

 。

（4）林宗弘—吴晓刚框架（L-W）。根据所有权的排他性、获益性和生产关系的反向依赖性三大特征，把户籍制、单位制、身份制和所有制作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生产性资产，进而根据这四种资产将阶级位置分为六大类：农民（受限的劳动力/无技术无权威）、农村干部（受限的劳动力/有技术或权威）、集体单位工人（无组织资产/无技术无权威）、集体单位干部（无组织资产/有技术或权威）、国有单位工人（有组织资产/无技术无权威）和国有单位干部（有组织资产/有技术或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分层框架
(23)

 。

在以上四种分层框架中，除了LXY框架更接近阶梯模型（gradational model），其余则属于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在笔者看来，LX、LLL和L-W框架在理论推演方面更为缜密，背后的理论渊源和前提假设更明晰，并且较好地把握了转型过程里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指标。在最近的相关文献中，一些学者不再生硬照搬从西方学界“舶来”的分层框架，开始运用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框架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
(24)

 。

第三，转向阶级分析范式。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是两大主要理论流派，经过各自追随者的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两大阵营
(25)

 。到了90年代初，西方的阶级分析遭受了后现代理论的“重创”
(26)

 ，所谓的阶级在许多研究中已经被种族、性别、国家和职业等变量所“解构”。

也正是受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在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之外，格伦斯基等
(27)

 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汲取理论灵感，发展出了新涂尔干主义，试图通过职业群体来代替传统的阶级概念。另一方面，不同于共属结构主义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社会分层领域中来。总体而言，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理论边界日趋模糊的同时，西方社会分层界理论取向多元化趋势明显。

与西方社会分层研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阶级分析在中国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除了20世纪80年代何建章先生主持的关于中国阶级结构的研究外，曾经在很长时期内，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学术界几乎销声匿迹
(28)

 。2000年以来的十几年间，在理论分析层面，国内学者对重返阶级分析，尤其是重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呼声日益高涨
(29)

 ；在实证研究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直接利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或视角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运动、投票行为、社会态度和冲突应对等论题
(30)

 。

第四，探寻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机制主要回答分层研究中的第二个基础问题——“为什么得到”，它一直是国内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转型”争论的影响，制度因素、政府政策、官僚博弈、利益对抗等因素都被开始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
(31)

 。笔者将社会分层机制主要归纳为两条主线：（1）制度视角。刘欣提出了有别于市场转型论和权力维续论的“权力衍生论”来解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32)

 。他认为，基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公共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除了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外，还衍生出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从而影响了人们生活机遇的分配，最终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阶级分化的动力基础。李路路认为，虽然市场化给原来的资源分配过程带来了变化，但是中国转型期的阶层继承性与阶层间的流动仍然是封闭的，或者说继承性代际流动模型仍然是主导模式，其背后是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再生产机制、统治权力机制
(33)

 。不过，近年来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变革，呈现出从“决定性”转向“交易性”
(34)

 。（2）国家视角。李强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中，“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都显著地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又存在一定差异
(35)

 。在经验研究层面，大量学者均发现再分配时期的社会、政治逻辑仍然在市场转型时期对收入、权力的分配、职业的获得和代内代际流动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
(36)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涉及的国家政策主要包括教育扩招
(37)

 、住房改革
(38)

 、“文化大革命”
(39)

 、城乡户籍制度
(40)

 等。


 二　从“谁得到什么”到“得到了又怎么样”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试图回答在中国“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得到”这两个社会分层领域中最为根本的论题。实际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也在经历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
(41)

 。按照李路路的论述，塞勒尼所提出的过去被国家权力“决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由于市场化或类市场化机制的大量进入，不仅提供了不同的资源运作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交易和交换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阶层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是决定性的而是互动性的。笔者认为，这种分层结构的变革，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速度在不断加快，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审视既有研究的局限。

当我们在回答“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后，又该如何回答另一个问题——“得到了又怎么样”？如果说前两个问题聚焦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形成过程的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则集中在社会分层的后果。正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界就“阶级分析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辩。该争辩的背后固然离不开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和新社会运动高涨的影响，但是，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了后工业阶段，其社会结构已经非常稳定。这种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促使学者不得不转向分析“得到了又怎么样”——社会分层的后果。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与再分配体制渐行渐远的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必须被置于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来考察。目前，中国的阶层结构变迁至少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社会结构从“两阶级一阶层”到由十大阶层构成的新社会阶层结构
(42)

 ，从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到利益集团的固化，从阶层边界的模糊不清和变动不居到阶层结构化；另一方面，教育政策、产业结构、户籍管理和人口政策等宏观制度设计对社会阶层结构正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概言之，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渐趋“固化”的同时，又受到宏观经济社会转型的外力“冲击”。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既有研究对许多问题难以给出很好的解答。譬如，如何解释中国社会持续的“阶层认同”下移？何以理解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阶层结构的影响？如何评估产业变革中社会阶层结构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入侵”等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传统研究范畴，当然也难以从既有理论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应该说，国内社会分层领域对社会分层后果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学者通过对2007～2010年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大部分成果都在关注社会分层结构、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少数几个议题，而对健康、工作满意度、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社会态度等论题的关注严重不足
(43)

 。笔者在整理了2010年以来的近四年里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的论文后发现，与之前相比，学者所关注的社会分层后果的范围有较大拓展
(44)

 。但是，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将社会阶层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讨论对各种结果变量影响的层面，缺乏对中间因果机制的具体阐明，这严重制约着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从“谁得到了什么”转向“得到了又怎么样”的过程中，我们务必将个体的阶层地位放在整个阶级阶层结构当中，重视阶层边界的变动带来的分层后果。这里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阶层边界的明晰与模糊是衡量社会开放度的风向标，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和经历会对边界渗透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它是考察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目前，既有研究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趋势做了总体的判断，但是在经验层面缺乏直接的检验。与此同时，从研究设计而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很难直接从阶层变量出发直接考察。这就要求学者们从动态边界渗透，即社会流动层面对社会后果加以考察。其二，在阶层结构从“决定性”向“交易性”转向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充分重视阶层边界在婚姻家庭和社会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边界渗透对社会分层后果的影响。所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45)

 。


 三　本书的基本关怀与内容安排

本书基于“谁得到了什么”朝“得到了又怎么样”转向的最新趋势，围绕着“阶层边界、边界渗透与不平等”这个主题，系统讨论了国内外相关的核心理论争辩，并通过实证研究分别对社会支持和居住安排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形成机制做了探讨。在国内社会分层领域，还有许多洞见已经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下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然而，在实证研究层面，却缺乏科学和系统的检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同时，一些学者还在扮演者“搬运工”的角色，他们要么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增加几个中国的变量，要么直接用中国的经验资料去检验西方的理论。鉴于此，本书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内外社会分层研究的进展和不足做批判性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严谨的实证研究。

除了第一章导论，本书其他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二章梳理了阶级分析中的边界和边界渗透等基本概念，揭示了社会封闭、边界渗透与社会流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比较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符号建构论和资产占有论对边界渗透的解释与论辩，着重对它们的分歧、不足和可能的理论增长点做了讨论。第三章紧接着第二章的内容，围绕着边界渗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解释展开，根据O-E-D三角范式从理论观点和阐明机制上系统梳理了大量的动态渗透（社会流动）文献，最后对已有文献的理论问题和研究设计提出批评，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指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第四章关注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地位获得研究。通过“忠诚—能力”“单位—组织”“结构—壁垒”“网络—过程”和“教育—再生产”等五个维度的梳理，呈现了国内地位获得的研究经历了个体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向。以上三章既不属于宏大理论，也不是经验研究，而是重在厘清脉络和提出问题。

第五章和第六章属于实证研究。其中，第五章通过对上海家庭调查（SHFS 2010）数据的分析，从代际资源流动、跨阶级婚姻和性别角色规范等理论出发，分析中国城市初婚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尝试与来自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这是国内关于初婚居住安排最早的定量研究之一。第六章沿着社会结构分析的思路，将社会支持置于儒家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 2006）资料为依据，探讨现代化、城市化和组织环境等引致的资源分布和个体的阶层地位是如何共同影响民众社会支持网获得的，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华人社会内部不同的支持网获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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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阶级分析中的边界渗透研究

“边界”（boundaries）研究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议题
(1)

 。与此相关的研究涵盖认知、社会/集体认同、文化资本、专业化权限（professional jurisdictions）、移民、族群身份、群体权利等诸多领域。“边界”作为社会学理论工具箱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早在迪尔凯姆、马克思和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作品中就有所涉及，它贯穿社会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之中。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尤其是阶级分析的传统中，对“边界”的讨论从未停止过
(2)

 。边界的明晰与模糊，是社会开放度（social openness）的风向标，它是学者考察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出发点。其中，边界的渗透（permeability）由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和经历所强化或弱化
(3)

 ，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社会断裂，以评估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本章系统梳理了边界及边界渗透概念，着重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阶级边界渗透研究的主要理论争辩，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的分歧、不足和可能的理论增长点做了讨论。最后，在对已有研究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　阶级分析中的边界及渗透：概念界定与厘清

在社会学中，“边界”一般分为社会边界和符号边界两大类。社会边界指的是由于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不平等引发的阻隔的不平等形式，而符号边界主要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对事物、行为甚至时空类别化而形成的概念区隔
(4)

 。在理论上，社会边界的界定与社会分层框架密切相关，而符号边界则主要和生活方式、阶级“秉性”等相关联。边界渗透是阶级分析的基本范式之一
(5)

 ，指的是个体跨越阶级社会边界抑或阶级符号边界的过程。它主要包括社会流动、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三种形式。

（一）阶级定位与边界的界定

在阶级分析传统中，阶级定位研究主要存在新马克思主义的Wright框架和新韦伯主义的EGP框架
(6)

 这两大类。其中，新韦伯主义倾向于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定义阶级边界
(7)

 。该分析框架首先以雇佣关系为依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进一步根据雇佣关系的形式，即劳动契约（labor contract）、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以及介于这两类契约之间的契约类型，把雇员身份职业分为3类；最后，再根据技术水平，把每类职业划分成2～3类，由此构造了一个包括13个职业类别、7个阶级的分析框架
(8)

 。这7个阶级可以进一步归为上层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这4个阶级。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中产阶级由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企业中低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构成。最近，戈德索普（Goldthorpe）对原有的阶级划分标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以“专业性程度”（asset-specificity）和“监管难易度”（monitoring difficulty）确定各类阶级的位置
(9)

 。虽然在阶级构成上略有变化，但总体上仍然是1992年版本的延续。

在新马克思主义中，赖特（Wright）围绕“剥削”（exploitation）这一核心概念，提出了著名的矛盾阶级地位论（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以人们对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的所有权关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的一般框架。他首先以资产所有权为标准，将人们分为所有者（雇主）和非所有者（雇员）；然后又将所有者进一步以拥有资产的多寡划分为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小资产阶级3个类别；对非所有者进一步按拥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状况，划分成9个类别。在赖特的分类框架中，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雇员地位的管理人员（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管理者、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监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专家管理人员、专家监管人员、不担任管理工作的专家）。

赖特认为，不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韦伯主义，与等级阶级分析都有着明显区别，不过新韦伯主义的分析策略嵌入新马克思主义框架。前者属于单一因果路径，基于市场的交换能力；而后者属于多元因果路径，它不仅包括市场能力，还包括剥削（exploitation）和占有（domination）的过程
(10)

 。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析路径的差别，戈德索普的阶级边界是单维的，而赖特的阶级边界则是三维的，即财产边界（property boundary）、专家/文凭边界（expertise or credential boundary）和权力边界（authority boundary）。总而言之，两种理论流派在阶级定位上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以上两种分层框架所得到的阶级边界属于社会边界的范畴，下文中将讨论符号边界。该概念的提出和推动主要归功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布迪厄认为阶级边界（class boundary）和阶级分化是通过符号实践产生的。边界并非存在于客观现实中，在社会世界的现实中不存在用来对人们进行分类的绝对客观标准。事实上，“社会行动者并不是被外力机械地推来扯去的‘粒子’”
(11)

 ，他们通过各种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在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归类，以此寻求与他人的“同”抑或“异”。这种日复一日的符号化“分类斗争”（classificatory struggles），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了不同的因子
(12)

 。

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符号是一种“分隔力量……辨别，区分，在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上划出离散的单位，从无差别中产生差异”
(13)

 ，任何的社会集体都是自我分类与他人分类相结合的符号实践而产生的后果。符号边界是个体用来进行类型化的“边线”（line），以表达“我们”好于“他们”
(14)

 。布迪厄指出，由资本总量（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构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所规定的阶级结构
(15)

 ，可以内化为人们独特的“惯习”，使得个体带着某种阶级秉性（disposition），选择并形成用以标识自身阶级属性的品味（taste）和生活方式。如此一来，惯习就成了符号边界的具体形式。其中，掌握符号权力的统治阶级使其文化合法化，并享有特权，确保社会再生产。他们通过对文化“隔离带”的构建，对其他阶级实现统治。

（二）社会封闭、边界渗透与社会流动：概念的厘清

“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最早由韦伯在《开放与封闭的关系》一文中提出
(16)

 。该理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封闭机制，它抑制了代际和代内流动，使封闭性的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韦伯指出事实上任何的群体特征，如宗族、语言、社会起源和宗教都能用来作为“特定的、通常是经济性垄断”的标准。不过，在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体系中，社会封闭并没有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新韦伯主义者帕金将其理解为“社会集群（social collectivities）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自身报酬最大化的过程”
(17)

 。同时，他还概括了社会封闭的两种类型或策略——排斥（exclusion）和篡夺（usurpation）。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主要通过“私有财产占有”和“文凭主义”这两种拒斥方式来获取和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虽然帕金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封闭理论所采取的是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阶级之间关系的假定，但是“社会封闭”理论早已不再局限于新韦伯主义的范畴，尤其是在阶级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经受后现代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的批评
(18)

 之后。在与新韦伯主义相提并论的新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封闭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推广。譬如，赖特对阶级边界的界定除了财产占有外，还包括组织和技术资产（这在上一节已经做了详细的交代），而这些都属于社会封闭的“边界物”。虽然新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财产占有的基础性作用，但两种流派都将各种社会壁垒视为阶级意志的表现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恰恰是阶级分析的根本立场
(19)

 。

阶级分析中的边界渗透，主要就是针对社会封闭而言的。著名的工业化开放理论（liberal theory of industrialism）强调工业化带来绩效原则的普遍推广和流动机会的公平化
(20)

 ，其讨论的核心议题正是阶级边界的渗透。赖特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明确提出阶级边界的渗透性（permeability），并将它细分为动态渗透和静态渗透两类
(21)

 。前者主要指的是社会流动，后者则是社会关联（social relations）。其中，社会关联又可细分为跨阶级家庭（cross-class families）和跨阶级友谊（cross-class friendships）。由此，我们将边界渗透划分为三大视角（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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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边界渗透研究的三大视角



首先来看静态的边界渗透。婚姻匹配是维持社会结构和强化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途径，它直接关系阶级代际传递乃至阶级形成
(22)

 。就逻辑上而言，跨阶级家庭是婚姻匹配（配对）的结果之一。大量经验研究发现，不论对跨阶级家庭采取何种界定，跨阶级家庭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一种普遍现象
(23)

 。而作为社会交往直接后果的跨阶级友谊，同样是阶级边界渗透的重要标志
(24)

 。虽然根据地位限制命题，级别和等级的分布造成了人们社会交往的结构性机会和限制，人们与处在相似位置上的个体之间的交往机会，要高于与那些位置距离较远的个体的交往机会
(25)

 ；而且对于那些处于较高阶层位置的个体而言，他们更可能接触到资源占有较多的人，形成比来自中低社会阶层群体更为优质的同质化社会网络
(26)

 ，但是跨阶级友谊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者讨论的焦点。

下面我们来考察动态渗透。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长期以来，研究主题是通过区分和辨别先赋因素（ascription）和自致因素（achievement），讨论两者在子代的地位获得（主要包括教育和职业）中分别起多大程度的作用。不论是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的流动机会来探究社会的开放度
(27)

 ，还是通过考察特定阶级的“自我再生产”（self-recruiting）来讨论阶级形成的过程
(28)

 ，抑或比较不同边界类型对社会流动的阻隔作用
(29)

 ，大家都试图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阶级边界的渗透何以可能？与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相比，社会流动视角具有以下特征：（1）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作用。譬如，比较流动研究（comparative mobility research）的核心问题就是探究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政治经济制度等是如何影响社会流动水平和模式的，而其他视角则更多集中在微观机制的探讨；（2）将边界渗透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观察一个社会不平等的动态变化；（3）对社会开放度的变化更为敏感。在静态渗透中，不论是婚姻匹配还是社会交往，往往受制于“交往同质性”“同质婚”
(30)

 等“铁律”，以至于经验研究不能较好地评估社会开放程度。


 二　边界的渗透：主要的理论解释与论辩

社会分层中有关边界渗透的论辩主要集中在不同阶级边界的渗透程度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各种理论争辩的焦点是：（1）边界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如果不是单维的，那么不同维度的渗透度是否相同？（2）跨越边界的内在机制是什么？（3）到底该如何解释边界渗透？

（一）新马克思主义：剥削产生的差异化边界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做了简要介绍。从该框架出发，可以得到阶级的三个边界：财产边界、专家/文凭边界和权力边界。按照赖特的分析，财产边界的渗透难度最大，权力边界最容易渗透，而专家/文凭边界介于两者中间
(31)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资产的单方面占有赋予了剥削者在物质上的优势，使得剥削者可以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利益，并塑造矛盾的阶级立场。另外，剥削又与支配（domination）密不可分，剥削者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指挥、监督、威胁等形式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和占有，这种结构性互动导致有产的资本家和无产的工人阶级很难跨越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在赖特看来，由于资金和物质能力的传递性和父代有产者有能力为其子代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这种财产所有权就成了其子代避免向下流动的“保险”，使得财产边界得以保持。

有别于着重从剥削关系的视角去讨论财产边界的渗透问题，赖特在其他两种边界渗透的分析中更强调阶级位置对生活机遇（life chances）或职业场所交往特征的作用力。关于专家/文凭边界，赖特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自身专家背景的影响，更可能将教育作为地位获得的渠道，而且他们也更有经济实力对子代教育进行投资。不过，对权力边界来说，组织控制是正式权威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所赋予的，职位的晋升使非管理者有机会成为管理者，而且工作场所包含不同阶级位置间人们的共同行动
(32)

 ，因此，权力边界是最容易渗透的
(33)

 。

在比较不同边界渗透程度时，赖特以利益原则作为个体社会生活的根本驱动力。以代际流动为例，阶级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给子代提供更优越的教育条件，其间的自选择是以人的理性假设为前提的。这种对利益机制的阐释以及在解释阶级行动时对博弈论和“搭便车”理论的使用，却不可避免地使其理论蒙上了一层“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34)

 。

要而言之，由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分层框架包括三个维度的控制权，使其能够比较不同阶级边界的渗透程度。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赖特的边界渗透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比较渗透度去检验分层框架本身对不同阶级的区分度和解释力，以此更多地为阶级分析的“存在”辩护而非直接考察社会的开放度和不平等。

（二）新韦伯主义：市场能力产生的渗透差异

在新韦伯主义传统中，社会阶级的定位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
(35)

 。戈德索普强调指出，服务阶级与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和处于低位的工人阶级之间都存在明晰的边界。由于服务阶级具有自我权力（authority）和专门知识（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expertise），雇主面临着权力的让渡和专门知识的借鉴，组织中的社会控制不得不被弱化
(36)

 。而且，他们在薪酬机制、就业保障以及退休待遇等职业机会（career opportunities）上都比工人阶级优越得多
(37)

 。虽然服务阶级比地位较低的阶层有着更多的“奔头”（prospects），但是他们终究是一个没有所有权（propertyless）的被雇者
(38)

 。

韦伯将阶级分析置于资本主义市场情境之中，认为市场是生活机遇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39)

 。新韦伯主义在阶级渗透研究中，更强调交换关系中市场能力的作用和影响。按照戈德索普的最新理论，区分工作最重要的维度是“专业性程度”（asset-specificity）和“监管难易度”（monitoring difficulty）
(40)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许多工作需要特殊的技能和知识，雇主不得不想方设法把具有相应“专业化程度”的雇员留住；与此同时，有的工作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信息的不对称又使得雇员被监管的难度较大。不过，这些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界定服务关系予以解决。界定服务关系的劳动契约规定了具体工作努力程度与薪水之间的交换关系，以此控制雇员的劳动，并激励他们按照雇主的利益行事
(41)

 。雇佣关系理论（employment relationship）认为，诸如此类的契约形塑了各职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而且还能在服务阶级内部找到
(42)

 。

和新马克思主义侧重不同边界的渗透程度相异的是，新韦伯主义主要将着力点放在服务阶级内部以及服务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渗透”上。专业技术人员和其原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可能维持中产阶级地位；管理者群体更为开放，善于吸纳劳动力市场的“老手”，提供的保障要低一些，而且向下流动的概率相对较高；小资产阶级相对封闭，但不仅吸收了许多工人，还吸引了一定量的管理人员，比专业技术人员要开放
(43)

 。在服务阶级上层和非技术体力工人中，前者的父代阶级属性与其自身相同的比例明显高于后者
(44)

 。那些出身“其他”阶级家庭的子代大多处于非中产的位置；在中产阶级的后代中，父代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比例较高
(45)

 。

此外，学者们从阶级成员与自己的初级社会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方式来考察边界渗透
(46)

 。有研究发现，亲属在工人阶级的交往模式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在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中的更大。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阶级在休闲伙伴的选择上，阶级内选择的倾向最明显
(47)

 。最亲密朋友的阶级构成的排外倾向更为明显，稳定的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朋友来自本阶级的比例是来自体力工人阶级的16倍
(48)

 。另外，从组织参与方面看，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选择休闲伙伴或朋友的范围一般局限于类似的阶级地位，而工人阶级似乎缺乏这种社会交往模式
(49)

 。还有研究发现，户主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与户主为经理的家庭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管理人员比干部的跨地位友谊（cross-status friendships）要强，不过管理权力仍然起着阶层隔离的作用
(50)

 。

总体而言，新韦伯主义以“市场能力”为核心概念，强调不论是社会流动还是社会交往，不同阶级所呈现的边界渗透程度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国家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和赖特一样，戈德索普等人也试图通过引入理性选择理论（RAT），建构出“B-G模型”以弥补个体能力与渗透之间的理论“真空”
(51)

 。然而，这种对市场能力与边界渗透相关联的解释，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一言以蔽之，该阐明机制有经济化约主义之嫌，它实际上是用抽象的理性或利益，来替代实际生活中被文化规定了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理性或利益
(52)

 。

（三）符号建构论：社会实践中的边界形塑

布迪厄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实体论的阶级概念的基础上，整合了阶级分析主观与客观、阶级结构与阶级行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二分和对立，提出了“场域+惯习=日常生活”的逻辑思路
(53)

 。正是这种独特的逻辑思路
(54)

 ，为另辟蹊径开展边界渗透研究提供了可能。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阶级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惯习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configuration），是一系列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集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上，表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认知和行动
(55)

 。惯习使得外部的环境（经济或社会地位等）被内化为个体的抱负（aspiration）和期望（expectation）。通过引入惯习，布迪厄试图在社会空间与实践之间建立一条间接的因果链条
(56)

 。“惯习”不像形而上学概念一样抽象，而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惯习作为一套持久的性情系统，“不仅是‘建构中的结构’，它将行动和行动感知组织起来，也是‘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合理阶级的形成的本质正是社会阶级自身内化的产物”
(57)

 。这两种“结构”正是“惯习”的两个面向
(58)

 。在布迪厄看来，某个社会空间中位置的典型特征就是阶级处境（class condition），人们经历这些处境会在身上留下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的烙印
(59)

 。譬如，不同的阶级轨迹
(60)

 （向上流动轨迹、向下流动轨迹和摇摆不定轨迹）给人们带来乐观主义抑或悲观主义的态度，这种变化轨迹可能产生所谓的“惯习”
(61)

 。在布迪厄的理论系谱中，社会阶级并非单单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界定，而是通过阶级惯习来界定的。由此，“惯习”在无形中就构建了阶级之间的符号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

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惯习”作为一种性情系统，难以被直接观测，但它可以体现为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行为。通过对各种消费实践和偏好资料的分析，布迪厄指出，代表生活方式的各种指标所呈现的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譬如，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对必需品的品味”为主，这就促使其首先考虑的是功能而非形式，更强调艺术具有道德含义，更会要求获得能与本阶级整体一致的选择；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一方面渴望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感觉因经济与文化资本不足而难以达致
(62)

 。

然而，边界的制度化程度由阶级之间的冲突所决定，它取决于参与争斗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符号权力，社会利益集团正是借助这种权力使其对社会分化的认识合法化
(63)

 。事实上，享有相同生活机遇的人们不论是通过沟通还是持续的社会互动，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社会群体，除非他们认识到大家同属于一个群体，并具有共同的利益。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将一个场域中的价值观、权力分配的规则通过某种温和而合法的方式强加于每一位参与者。一旦参与者的世界观、价值观被操纵，那么统治就会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于是，当符号边界被“法条化”（codification）后，这些边界就具有了很强的坚固性和持久性。

布迪厄认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直接继承式的阶级再生产传统模式已经被正式教育所替代。按照他的观点，统治阶级成员将对其子女进行“文化资本”
(64)

 （cultural capital）投资，作为保障他们成功的有力渠道
(65)

 。学校通过正规教育实现主文化的再生产（reproductive），并由此在教育系统内保障符号暴力的垄断，促进权力关系结构的再生产。经历过“恰到好处”（proper）文化社会化的学生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66)

 。总的来说，文化资本不仅扮演着维持阶级边界的“守门人”角色，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实现边界渗透的“武器”
(67)

 。

总的来说，布迪厄对阶级的分析试图在经验分析的逻辑一致性原则之上，从方法论上整合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视角
(68)

 。他认为，综合取向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将“世俗表现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其次，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的范畴”
(69)

 。布迪厄的努力是社会学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在阶级分析中的直接反映，他试图揭示由文化要素主导的“符号边界”的形成过程以及它的形成对个体“渗透”抑或“不渗透”的推动力。虽然符号建构论一直希望和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但是在“惯习”“场域”和“符号暴力”等术语的背后，仍然游荡着结构论的“幽灵”
(70)

 。与布迪厄相比，英国社会学家塞维奇（Savage）没有提出独树一帜的概念体系，他主要借鉴了赖特和布迪厄的思想，提出了具有整合意味的“资产占有论”。

（四）资产占有论：阶级形成中的边界再生产

塞维奇所提出的资产占有论（asset-based approach），是对布迪厄相关理论的拓展。新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领域的“剥削”是阶级边界形成的基石，同时也是决定财产边界最为“坚固”的根本所在。然而，塞氏正是以该核心概念作为突破口进行理论创新，为文化论辩护。

在塞维奇看来，社会阶级首先是稳定的社会集团（social collectivities），成员们拥有共同的收入和报酬，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政治取向等，这些共性可能导致社会行动并推动社会的整体变革。然而，一个社会集团要成为社会阶级，在根本上离不开剥削过程。塞维奇指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虽经罗默、赖特等大量学者的扩展和改造
(71)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它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回答“特定的剥削和特殊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如何形成的”
(72)

 。因为那些即便在剥削关系中同处一个类属的人们也并非必然形成社会集团。塞维奇断言，要寻求困难解决的最佳方案，就必须要考虑剥削阶级何以将其从被剥削阶级那里得到的利益“储存”（store）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相应的转移和累积。而这就需要对剥削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

塞维奇强调组织是推动阶级形塑的资产（asset），它的存在使得身处高位者得以“占有”下属的劳动
(73)

 。塞氏对“矛盾阶级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上：（1）赖特假定资格证书（文凭）基于技术资产，在组织中担当决策和管理岗位则基于组织资产。而塞氏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提出了一个反例，即做决策的个体也可能基于技术资产，而具有文凭的工人可能依靠的恰好是组织资产；（2）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在经验分析中很难确定孰轻孰重；（3）组织资产不像生产资料那样具有可继承性；（4）赖特并没有就技术资产如何像财产、组织那样实现剥削给出很好的解释
(74)

 。

由此，塞维奇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场域”和“惯习”等概念纳入他的分析框架。他认为，赖特的技术资产并不是剥削的维度之一，它应该被放在一个文化的场域中加以界定，因为文化资本的产生可被视作遵循其自身规范的剥削形式
(75)

 。于是，技术资产在这里就成了文化资产。和组织资产不同的是，文化资产可以用“惯习”的形式被“保存”。资产占有论的核心内容可以做如下表述：文化资产借助组织资产或生产资料资产成为剥削的一个维度以实现物质回报，组织资产使上级得以剥削下级，而财产性资产是阶级形成的根基
(76)

 。

根据资产占有论的逻辑，文化资产可以通过“惯习”保存，并且它能够使子代在组织和官僚体系中获取经济回报，以确保父代的阶级地位能够顺利地“传递”给子代，对阶级边界的渗透起到阻隔作用
(77)

 。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资产类型的转换和积累机制。塞维奇等人在分析“资本、资产和资源”的关系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局限于经济领域，可事实上它存在于不同的场域，而且渠道各不相同
(78)

 。譬如，从父母那里习得的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子女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甚至还能够变成劳动力分工中的优势。不过，戈德索普批评指出，其实目前许多的研究结论都是建立在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误用”的基础上获得的，未能将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个体能力等做相应的分离
(79)

 。


 三　结语：对边界渗透研究的批评及展望

如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所秉承的理论传统不尽相同，不过两者都属于典型的结构主义取向，而与其竞争的是以布迪厄和塞维奇等为代表的文化主义取向。
(80)

 两种取向对阶级边界的研究视角和边界形式都存有一定分歧，并对这些差异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解释（见表2-1）。


表2-1　边界渗透研究的理论比较

[image: ]


注：表中以“+”表示重要程度，在此基础上“+”为一般，“+ +”为比较重要，“+ + +”为非常重要。

结构论强调社会边界，重点从生产关系或市场能力去探讨边界的形成与渗透，边界是用客观标准来划定的，倾向于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立场，理性选择是基本分析工具
(81)

 。而文化论强调符号边界，用“惯习”作为探究边界渗透的理论武器，采取“日常生活实践”的立场。在理论解释上，结构论强调理性选择或博弈论，有较强的经济学气息，而文化论则强调“惯习”“场域”和文化资本的推动力，文化社会学的意味更浓。

具体而言，在研究视角上，赖特对静态渗透和动态渗透的选择上没有明显的偏好，戈德索普则主要倾向采取社会流动视角，对社会交往视角也较为重视；布迪厄和塞维奇对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视角几乎没有涉及。在边界的形式上，除了赖特采取三维度外，其他理论都属于单维度分析。在讨论“边界渗透何以可能”时，赖特强调不同边界的渗透度的异质性影响各阶层的边界跨越；戈德索普主要将“生活机遇”
(82)

 作为边界渗透因果链的中介点，重视服务阶级内部的职业渗透；布迪厄有别于典型的结构主义者，他认为惯习是边界形成和渗透的主要动力；塞维奇指出文化资产、组织资产和财产资产共同形塑阶级，决定了是否产生边界渗透。在解释逻辑上，赖特是“剥削和渗透度差异逻辑”，戈德索普是“契约和理性选择逻辑”，布迪厄是“惯习和文化资本逻辑”，而塞维奇属于“阶级形成逻辑”。

结合社会流动视角、婚姻匹配和社会交往视角，笔者对边界渗透研究的理论做出如下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第一，理论流派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阶级边界渗透的内在机制，也就是个体如何跨越阶级边界的问题。结构论在强调结构对渗透的影响时，往往对作为“被结构”方的个体能动性（agency）重视不足，将个体作为结构的依附
(83)

 。然而，结构并非是单维和直线式地发挥作用，其中的发生机制与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历史阶段都密不可分，并存在“结构二重性”
(84)

 。同时，结构论看到人的理性（尤其是经济理性）对阶级跨越与维持的作用力
(85)

 ，但对历史抑或文化的作用的讨论有待加强。在学界，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领域，对理性人假设都给予了诸多批评
(86)

 。按照理性假设的逻辑，在绩效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中，异质婚和社会交往的异质性理应成为“大多数”，因为这种阶级渗透有利于利益最大化，但是这仅仅是理论“想象”而已，难以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
(87)

 。

尽管文化论是在批判结构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没有因此完全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以“惯习”为例，它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即与客观结构（场域）相联系的非纯粹的主观性，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然而，尽管布迪厄号称自己的理论要抛弃客观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不过对惯习形成的结构动力却没有交代清楚
(88)

 。概言之，结构论有结构化约主义之嫌，而文化论又难逃社会结构的束缚。

第二，大多研究力图寻求理论上的差异，对理论的实质性关联缺乏重视。这一批评是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如本章第二节中所阐明的那样，结构论强调客观结构不仅对阶级边界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并且对实现跨越阶级边界的决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化论基于“惯习”“场域”和“文化资本”等核心概念，认为阶级边界的形成和渗透就是一个充满“符号暴力”的实践过程。文化论批判理性选择，指出该理论的重心倾向于抽象、僵化的个体，这将阻碍其发现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个体和他们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对象性、互为生成的辩证关系。

然而，从经验研究看，研究者对这两种理论争辩不断，对它们的共通之处却避而不谈。虽然一个理论的衰微必然会伴随另一种理论的强盛
(89)

 ，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看，伴随着结构论的式微，文化论的强势已然凸显。不过，在笔者看来，边界渗透研究的旨趣是通过考察边界的形成及跨越过程，以揭示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论和文化论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分歧。我们应该注意到，两种理论流派在机制解释上各有所长，如果要深入地探讨社会边界和符号边界的关系，仅仅选择某一理论视角或理论视角的某一方面都显片面。由此，将它们结合起来或许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第三，强调从中观或微观层面审视边界渗透，但对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缺乏理论回应。阶级边界渗透的终极理论关怀是“阶级分析何以可能”，边界的形成与否直接关系到阶级形成。以社会流动为例，该视角主要基于社会流动研究中的O-E-D框架（家庭出身—教育—子代地位）讨论子代地位到底如何获得，呈现阶级边界的跨越，以此揭示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对阶级形成缺乏应有关注。置于阶级分析中的边界渗透研究，过度微观化很可能弱化其理论关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阶级死亡”论、“阶级政治消亡”论等持续不断地抨击
(90)

 ，微观取向成为拯救“阶级分析”的重要策略，如有学者提出了放弃大阶级框架而采取职业分层框架
(91)

 。然而，阶级分析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
(92)

 ，边界渗透研究的“微观化”很可能背离阶级分析的主旨
(93)

 。事实上，作为勾勒结构性位置的“边界”，它深深根植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之中。我们有必要通过与群体边界、族群身份等其他边界的比较后，去考察阶级边界如何型塑个体行为、影响不平等状况等问题，并借此捍卫阶级分析范式。

第四，从组织层面入手的边界渗透研究还较为缺乏。早在2000年，塞维奇就提出组织分析和文化研究将成为阶级分析未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
(94)

 。以往大多阶级分析者将组织视为阶级的“基石”（base），而不重视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尽管塞氏提出这个期望已经过去了十年有余，但是学界除了少数的声音外
(95)

 ，总体上没有给予应有的回应。而且，就国内社会分层界而言，大家对英国学者塞维奇的关注还明显不够。

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二节中所提及的，赖特在考察不同类型边界渗透度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个体在组织中的位置会影响其社会流动机会和社会交往模式。在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分析的核心是影响个体选择的制度与结构要素
(96)

 ，这与结构论的分析思路不谋而合。借助新制度主义分析，将阶级边界跨越置于组织视域，应该能够对目前的边界渗透研究有拓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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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边界渗透何以可能：社会流动的视角及其最新进展
(1)



如第二章所述，赖特将边界渗透分为静态渗透和动态渗透两大类，后者主要指的就是社会流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社会流动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四代
(2)

 。如果将社会流动研究
(3)

 划分为流动过程和流动后果两大领域的话，边界渗透的社会流动视角以过程研究为主。和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关注“工业化、现代化与社会流动”“政治制度与社会流动”等较为宏大的议题
(4)

 不同，“社会流动—边界渗透”视角更加关注中观或微观层面，尤其是比较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的边界跨越。在探究边界渗透影响因素时，结构取向主要以具体的制度（教育政策、福利政策等）为切入点
(5)

 ，进行不同时期和跨国（地区）比较研究；而文化取向主要考察文化资本对子代教育地位和阶级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大小。

接根据结构论和文化论的脉络梳理已有文献，将涉及大量的经验研究。在此，笔者借用社会流动研究的基本框架（见图3-1），将文献梳理出三条脉络：（1）“家庭出身—子代地位”过程（O-D）；（2）“家庭出身—教育—子代地位”过程（O-E-D）；（3）“家庭出身—教育获得”过程（O-E）。在每一条脉络上，主要涉及三块内容：（1）边界渗透的主要经验发现；（2）影响边界渗透的关键原因和主要理论解释；（3）研究的最新趋势。当然，考虑到社会流动研究的每一次推进都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密不可分，笔者还将对相关的统计模型和技术做简要的回溯。

[image: ]

图3-1　社会流动视角的基本框架


注：图中F1是指家庭背景之外的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F2为独立于家庭背景和教育之外的影响子代地位的因素。




 一　继承的不平等：基于“家庭出身—子代地位”过程的分析

在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被视作现代社会中代际社会地位传承的主要方式和机制
(6)

 ，其解释力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往往作为衡量社会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不过，通过“家庭出身—子代地位”（O-D）去讨论社会整体上的流动性与继承性，一直是社会流动分析的传统路径。如前所述，社会流动视角的边界渗透关注阶级之间的边界跨越，更强调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阶级内部的地位继承差异。

总体而言，与其他阶级相比，服务阶级的后代在代际流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7)

 。戈德索普通过对197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居民的职业流动资料的分析，发现在服务阶级上层中，父代同属此阶级的占到24.2％；不过，在非技术体力工人中，该比例则高达39.3％
(8)

 。1987年英国大选调查（BGES）的分析表明，74.9％出身“其他”阶级家庭的孩子处在非中产的位置；中产阶级的后代中，父代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比率分别为57.5％、48.8％和40.6％
(9)

 。专业技术人员的孩子（尤其是女儿）比管理人员在保持中产阶级地位上略胜一筹，而且，前者倾向于直接“子承父业”，后者则更愿意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
(10)

 。

戈德索普发现，由于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需求扩大，使得大量背景各异的个体进入，许多人的教育程度偏低，从而导致服务阶级构成不够稳定，难以采取统一的阶级行动
(11)

 。然而，塞维奇对戈氏的论断做了修正，强调服务阶级的社会流动存在内部异质性
(12)

 。就专业技术人员而言，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经常进入管理岗位，但他们的职业却表现出比管理者强得多的稳定性，可以说被形塑得更加“团结”
(13)

 。

在转型国家的代际流动研究中，亦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经验发现。李春玲通过对200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传递性较强，其子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很高。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所占比例（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3.5％）的5.7倍
(14)

 。李路路等发现，父代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人，同样成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发生概率较高，即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很高
(15)

 。不过，受到“再分配—市场”转型的二元逻辑的影响，“内源中产阶级”（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比“外生中产阶级”（在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产阶级）更具代际传递性。而且，初职为干部的人更可能成为私营企业主
(16)

 。优势阶层子女在初职地位获得上的优势呈现“跳级”和“保底”效应：一是在只有低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避免从事最低的非技术体力的工作；二是在拥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专业技术等非体力阶层，或者很少落到非技术体力这一城镇职业地位最低的阶层
(17)

 。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专业技术精英很少转变为管理精英，反之亦然
(18)

 。可以说，中国的代际流动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同时还出现了在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
(19)

 。

以上主要考察了不同阶层间地位传递的具体差别。概言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总和流动率（total rates）参差不齐，但是，地位传递的阶层差异呈现类似的特征。此外，这种代际地位跨越的不同还体现在渗透模式上。

赖特通过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比较研究，发现财产边界流动渗透性要小于技能边界和权力边界，而技能边界渗透性又小于权力边界；工人向专业人员/小资产者的渗透性要大于工人向雇主的渗透性
(20)

 。彭玉生通过对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Oxford Social Mobility Inquiry）的分析，发现财产边界比技术边界更为“坚固”，后者是代际不平等再生产的主要维度，而权力缺乏继承性。同时，大量财富拥有者通过职业化将后代的物质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以实现地位的再生产
(21)

 。该发现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先的结论。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指新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边界不同维度的渗透模式有所区别的是，转型国家的研究更关注精英阶层内部的流动模式。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理论观点。

第一，精英二元论。该理论强调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拥有截然不同的社会流动路径。早在1995年，魏昂德最早提出该理论，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和改进。他认为，进入中国管理精英的途径有具备高学历和良好的政治素质，而进入专业精英的途径是具备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中国的精英群体是分裂的
(22)

 。中国的职业流动机制是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的能力原则的混合体，两者既有结合又有区分
(23)

 。最近，魏昂德等指出体制转型和市场改革并没有扰乱中国代际流动的模式，原先在毛泽东时代被排除出党和管理岗位的前革命精英将精英地位传递给子代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干部精英的后代继承精英地位的比例也较高
(24)

 。许多学者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做了拓展和补充
(25)

 ，但都未能超越该理论。

第二，精英分化论。该理论强调在不同的市场渗透时期，精英的社会流动呈现分化的格局。塞勒尼认为不平等不是再分配经济抑或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并将人力资本视为市场转型中对阶级再生具有决定作用的要素
(26)

 。他从制度主义视角切入，构建了市场渗透（market penetration）的三种类型，即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
(27)

 。在不同类型的市场制度中，精英的流动机会和渠道策略存在明显差异。在再分配经济下的地方市场类型中，市场提供了新的向上流动的渠道，传统再分配经济中的下层有可能成为成功者。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大批原来的干部精英进入了市场经济领域，并将官僚特权“商品化”，逐渐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趋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原来的干部精英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具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干部精英已经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重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优势地位仍然保持下来；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在混合经济时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地位基础的转变，他们继续保持优势地位；而部分不具有文化资本的行政干部精英被新出现的市场主体排挤了出去或到了边缘位置而成为失败者
(28)

 。

第三，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论。郑辉和李路路指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共同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形成与再生产
(29)

 。不过，李煜提出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城镇社会）的社会流动趋势和模式是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即，市场化和地位再生产的逻辑同时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但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效能却并不相同，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向上或向下的机会都不多，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模式趋向自由竞争模式，他们会拥有较多的流动机会
(30)

 。吴愈晓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几率都比较高
(31)

 。

总体而言，不论是精英二元论、精英分化论还是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论，都可以归入国家庇护流动模式
(32)

 中去。当然，任何一种代际流动模式都与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这恰如李煜所论及的那样，“具体到某一社会流动形态，往往表现出多重特征”
(33)

 。通过对渗透模式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试图透视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发生，预测可能的趋势。

在边界渗透的文献中，“家庭出身—子代地位”（O-D）过程研究更注重对不同阶级内部成员的边界跨越的探讨，这有别于传统社会流动分析中对整体社会流动率的跨国比较与评估
(34)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O-D过程研究主要使用趋向的流动表分析策略
(35)

 。随着被称为第四代流动分析模型的CMLR方法
(36)

 的应用，想必将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也将对宏观层面的社会流动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笔者对O-D过程研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O-D过程研究仍然有“只顾头尾”之嫌，将重点放在呈现“是什么”上，而对造成边界渗透阶层差异的内在机制缺乏有效的挖掘。在这一点上，O-E和O-E-D视角与其形成鲜明的反差。第二，在边界渗透模式研究中，转型国家的文献将重点放在政治和经济变迁对阶级地位传承的作用，非常重视国家的影响，不过却忽视了对不同边界渗透程度的关注。第三，该视角在分析地位继承不平等的原因时，对文化资本要素的分析还明显不够。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和测量也过于粗糙。


 二　宏观制度与微观决策：基于“家庭出身—教育获得”过程的分析

教育（E）处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O）和子代社会经济地位（D）的中间位置。在O-E过程研究中，教育往往作为因变量。如前文中的图3-1所示，F1指的是独立于家庭出身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工业化/现代化程度、教育制度、个体能力等。在社会流动的第二代传统中，研究者主要通过考察教育获得，以检验工业化/现代化假设
(37)

 。然而，在第三代社会流动传统出现后，尤其是2000年以降，学者们的重要转向是从教育扩张分析教育地位获得，以考察阶级边界的渗透。

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高等教育扩张的策略，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育机会，同时在高校录取制度方面进行诸多改革，希望以此减少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最终消解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地位的阶级跨越。然而，经验发现所揭示的现实并非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完全吻合。就目前而言，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正效应。该论点认为教育扩张有助于公平程度的维持或提高
(38)

 。（2）负效应。该论点认为教育扩张不仅没有促进平等化，反而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它最早由雷夫特里和霍特系统地提出
(39)

 。接该研究基于爱尔兰的经验资料，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分层模式具有明显的稳定性，除非较高阶层的入学需求达到饱和，以至于进一步的教育扩张通过增加较低阶层的入学机会来实现，否则无法改变社会出身（social origin）对转换率（transition rates）和不平等的作用。而后，在许多国家有类似的研究发现
(40)

 。（3）混合效应。该观点指出教育扩张对社会公平的作用可能因为教育阶段和政策执行时期的不同而不同。支持该论点的经验发现主要源自对苏联、东欧、中国等转型国家的研究
(41)

 。

面对以上颇为复杂的经验发现，学者们就教育扩张和机会平等的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三种
(42)

 。

第一，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定（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MMI假定像LZ假设（Lipset-Zetterberg）和FJH假设那样，可以在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作为一条基准假设
(43)

 。该假定的核心思想是：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
(44)

 。MMI假定具体包括四条原则
(45)

 ：（1）中高等教育的扩容是对人口增长和社会阶层地位上升的反应；（2）如果招生增长速度高于需求，那么较低社会阶层可以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不过阶层效应不变；（3）如果较高阶层对某个特定教育层次的需求饱和时，那么社会背景对升学转换率的作用力才会随时间下降；（4）社会背景效应也可能逆转。该假定提出后，得到了来自各国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
(46)

 。

第二，有效维持不平等假定（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EMI假定是卢卡斯对MMI假定的修正
(47)

 。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优势者（社会中上层）能够维护其自身和子女的优势地位，即便这种优势很普遍。一方面，如果数量差异较为普遍（common）的话，这种社会经济优势就可以获取量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质量差异较为普遍的话，社会经济优势则可以获取质上的优势。他认为，即使教育供给接近饱和，中上阶层也会利用自身优势维护数量上的相似性，并获取更为优质的教育。由此，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得以维持。该假定亦得到相应的经验资料的支持
(48)

 。

第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该理论是由戈德索普及其团队提出和推进的
(49)

 。它主要用来解释跨时代（cohorts）稳定的阶级异质性（differentials）、升学转换的阶级效应下降和性别效应的变化。该理论认为，子女和其父母在决定是否继续学业时主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以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中产阶级后代比工人阶级后代更可能上大学，正是因为中产（相对于工人）所付出的成本更低而回报反而更高。按照RAT的思路，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会受阶级差异变化的影响，如果通过政策干预能改变阶级不平等，那么教育不平等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及的，该理论是结构论的主要分析工具，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
(50)

 。

以上三种理论解释，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相应经验资料的支持。笔者认为，MMI假定是RAT理论的一种特例
(51)

 ，只有当所有阶级成员的就学成本都下降时它才会发生
(52)

 。当然，EMI假定尽管是在MMI基础上的某种改进，但是其内在的解释机制存在一定差异
(53)

 。从解释逻辑上看，这些理论所遵循的分析路径有两条，分别是宏观结构取向的制度分析和微观取向的家庭决策分析。总的来说，虽然两种路径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它们都可以纳入到结构论。

总之，从教育扩张去考察阶级边界的渗透是以家庭出身为出发点，探讨教育制度变革对来自不同阶级的个体跨越阶级边界的可能性。面对经验发现的纷繁复杂，布瑞恩认为，未来教育扩张与不平等研究的重点不应该从“对（不平等）稳定性的解释转向变化的解释，而是要从普遍的同质性假设转向聚焦于国别间教育获得不平等和下降的差异化”
(54)

 。这也启发学者们在检视一般性理论时，必须去寻求符合特定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的理论解释。

笔者对O-E过程研究的批评有两点：第一，宏观制度和微观决策分别对阶级边界的渗透有推动作用，但是该研究对联结两个层面的“桥”是什么及如何运作却一直没能解释清楚。虽然有学者把学校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但总有“脱节”的弊端。因为教育扩张虽然增加了机会公平的可能
(55)

 ，但推动代际流动的平等化过程却较为复杂
(56)

 ，这在倡导中观/微观分析的边界渗透研究中，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文化论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或许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二，上文论及的理论解释，几乎都源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观察。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中国、俄罗斯等经历市场转型的国家而言，检验那些已有理论的普遍性不应该成为学者研究工作的全部。虽然有学者运用新制度主义的框架分析代际的阶级边界跨越
(57)

 ，但是，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有待继续深化。


 三　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再生产：基于“家庭出身—教育—子代地位”过程的分析

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社会流动（包括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的阶级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中上阶层比其他阶层有更强的“渗透”优势。譬如，在对英国的调查（BGES1987）中就发现，随着年龄的下降，管理和技术精英后代获得学位证书比例的差距在拉大。具体而言，30岁以下的群体中，1/3的专业技术人员后代有学位，该比例几乎是管理人员后代的2倍；31～55岁群体中，两个比例分别为21.6％和13.1％；56岁以上群体的比例为14.9％和11.1％。在“流动—渗透”研究中，可能是受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影响太深，结构主义强调各种结构要素的作用，不约而同地对个体的文化特征等因素缺乏足够重视
(58)

 。然而，这恰恰是文化主义流派最为看重的，以此形成了与结构决定流派分庭抗礼的局面。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论及了布迪厄的有关文化资本
(59)

 如何影响教育并最终作用于子代地位获得的思想。布迪厄指出，拥有家庭背景优势的子女之所以在学校表现得比较优秀，是因为校园文化与他们的家庭文化（精英文化）相似
(60)

 。对那些来自缺乏这种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子女而言，他们可能更难以适应学校文化，以至于表现得较差，甚至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学校。为了检验布迪厄的理论解释力，西方学者主要从“文化资本—教育获得”和“文化资本—职业获得”两条路径展开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大家对文化资本的操作化各有取舍
(61)

 ，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学者深入探究其对阶级边界渗透的真正作用。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

其一，文化资本影响阶级边界的跨越。
(62)

 不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转型国家的经验资料，抛开其中呈现的概念的操作化，大多都支持该观点
(63)

 
(64)

 。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包括布迪厄本人）更关注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包括文凭、受教育年限、学术能力、考试成绩等具体形式）的直接作用，只有少量研究考察了文化资本对职业获得的间接作用
(65)

 。其中，塞维奇等人发现阶级地位对教育获得的效应部分源自文化资本传承，较好的文化资本传递有助于子女实现向上流动，并有助于防止服务阶级后代向下流动
(66)

 。

其二，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力存在阶层差异。这里主要存在文化再生产论和文化流动论这一对竞争性理论。（1）文化再生产理论。根据布迪厄的逻辑，出身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习得精英文化，掌握“游戏规则”，实现文化的再生产
(67)

 。文化再生产一般有三个条件：①父母拥有文化资本；②投入时间和精力转换文化资本；③子女习得文化资本并实现教育成就
(68)

 。概言之，家长与学校互动
(69)

 、家庭社会化、学校教育等多方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社会再生产。（2）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理论。该理论最早由迪马吉奥提出，认为文化资本有助于来自劣势家庭的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的地位获得效应更显著，尤其是男孩
(70)

 。这一论断得到了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
(71)

 。

其三，文化资本与其他要素共同推动阶级边界的跨越。文化资本促进阶级边界的跨越，还受到了其他条件的限制。其中，文化资本和能力就很难分离
(72)

 ，教育获得是能力和教育机会混合作用的结果
(73)

 。当然，不同层级的高等学校对学生能力要求不同，层级越高的学校，能力影响可能要强于出身（家庭背景）影响
(74)

 。还有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子女比工人阶级子女在能力测试中更容易获高分，以至于他们有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而且，专业技术人员的女儿更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其“低能力”（low ability）的儿子比管理人员的儿子更有机会进入工薪阶层（salariat）
(75)

 。范德沃夫特提出，文化和沟通性（communicative）资源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取向和社会流动
(76)

 ，对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做了拓展。

以上这些理论观点主要勾勒了文化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学者们还试图揭示其中的发生机制，根据所掌握的文献，主要有如下三种：（1）社会化论。布迪厄认为，受教育过程是一个接受和传承文化资本的过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承担着教化和传递文化资本职责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孩子要获得教育的成功离不开文化资本的家庭社会化。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丰富，在他们孩童时期，父母的文化品位、家庭文化氛围有助于其更熟悉“游戏规则”，以至于更可能受到老师的青睐，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
(77)

 。（2）教育期望论。该机制主要是指父母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更可能重视教育，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这些父母通过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加强与老师的互动，鼓励和督促子女，激发了这些孩子的文化参与，其自我教育期望和学习热情较高
(78)

 。（3）社会认知论。该理论与社会化理论较为相近。认知论指出父母的阅读习惯、高雅文化消费等不仅影响子女的文化参与、文化品位，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分析和认知能力
(79)

 ，而这些能力将在其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O-E-D过程主要将文化资本作为核心自变量，讨论子代的教育地位和阶层地位的获得。如上文的图3-1所示，文化资本主要处于F1
 的位置。从总体进展看，早先的研究更为关注文化资本对教育的影响，而2000年以降，学者们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阶级边界的渗透。虽然前后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都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策略。此外，如果将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渠道概括为平等化（equalization）过程和分解（compositional）过程
(80)

 的话，绝大多数研究还都集中在前一个过程
(81)

 。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阶级边界渗透中间环节的教育，成了结构论和文化论“比拼”的战场。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再生产，其实质是强调符号建构已成为维持边界的武器。对此，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虽然布迪厄创立的文化论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由于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等方面的不足，始终受到结构主义的批评。譬如，制度化国家、嵌入的国家等概念很难被操作测量
(82)

 ，而它们恰恰都是文化论的核心概念。而且，如何对文化论的诸多重要概念（尤其是文化资本）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做有效的测量，是一项极富挑战的工作。其二，学者在分析文化资本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时，通常不对教育地位（E）和阶级地位（D）做严格的区分，这直接导致了已有研究重视文化资本对O-E过程的作用，而对E-D过程的解读却不到位。第三，未能很好地解释教育扩张后中下阶层的后代在教育和职业获得上的相对机会何以显著上升
(83)

 。虽然布迪厄的信徒们从概念的操作化或教育体制变迁等方面做出各种努力以回应结构主义的批判
(84)

 ，但是都未能对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能力（transmissibility）做较好的阐释。到底是文化传递能力的差异还是阶级文化霸权（cultural arbitrary）对阶级边界跨越的作用更大？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被他们的子代继承后，这些孩子们能获得更好教育文凭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对此，布迪厄及其追随者没能给出很好的答案。


 四　对既有理论和研究设计的批评

本章中笔者以O-E-D为框架，围绕着现有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解释，对边界渗透的社会流动视角做了梳理。“家庭出身—子代地位”过程主要通过对阶级内部边界渗透的比较以揭示社会的开放程度；“家庭出身—教育获得”和“家庭出身—教育—子代地位”则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边界渗透发生的机制分析。如果说O-D告诉我们“是什么”的话，那么O-E和O-E-D述说的则是“为什么”。在边界渗透的机制分析中，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两大流派之间的“理论交锋”清晰可见。

毫无疑问，社会流动视角的边界渗透研究对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不平等有其独到之处。虽然结构论和文化论在理论取向上有着各自的诉求，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然而，自从以索罗金（Sorokin）和格拉斯（Glas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社会流动研究开始，对该视角的批评之声就不曾中断
(85)

 。在边界渗透研究中，不论是分析视角还是研究方法的整合，均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以上批评主要是针对边界渗透的理论问题。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研究设计和方法上，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绝大多数研究属于二代（two-generation）分析，而对三代或多世代的分析相对较少。如前文所述，二代分析试图通过对父子两代阶级地位的比较，分析边界渗透度，以揭示社会的开放度。然而，祖父母在孙辈的文化资本传承、社会地位获得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86)

 ，它的缺失很可能导致边界渗透的“偏误”。多代分析的最大优势是将“祖父—父代”纳入到“父—子”二代分析框架当中去，这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讨论阶级边界的渗透度，尤其是对边界渗透与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相互关系的厘清帮助较大。以社会流动视角为例，尽管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来自数据收集）和理论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拘泥于二代分析，加强了对多世代研究的力度
(87)

 。

笔者认为，多代分析是边界渗透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在中国，核心家庭已经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但囿于人口迁移、城乡二元、生育年龄后移等多重因素使得“隔代养育”在中国并不鲜见。祖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在孙辈身上被“再生产”？文化资本又如何进行隔代传承？这些有意思的议题都敦促国内学者对传统的二代范式做相应的调整。它将有助于检验并拓展结构论和文化论的理论解释范围，相信对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有推进作用。

第二，边界渗透研究集中于过程分析，渗透后果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待拓展。如果把渗透过程理解成将边界跨越作为因变量，那么，渗透后果就是将边界跨越作为自变量。本章的分析表明，与社会分层的研究现状相比，社会流动领域在强调过程分析时，对后果重视不够。从渗透后果去考量渗透过程本身，以此透视社会的不平等，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这也是解决笔者在前文所提出的“已有研究对阶级形成重视不足”的问题的可能途径。

回望21世纪初期的十几年间，不论是经验资料的积累还是统计方法的新进展，都为阶级边界渗透的后果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目前，国外同行逐渐从对健康、政治偏好、社会资本等后果的分析拓展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公民参与（civic emergent）等领域
(88)

 。这种学术转变值得引起我们国内学者的重视。

第三，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选择偏好，制约了边界渗透研究的充分“理论对话”。从本章看，结构论者更倾向于采取定量研究的策略，而文化论则呈现出质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特征，但后者在使用两种研究方法时，鲜有将它们混合运用。而且，文化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在界定与操作化上都存在不足
(89)

 。为了通过“真正”的理论对话推进边界渗透研究，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采取混合研究的策略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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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个体主义到结构主义：市场转型中的地位获得
(1)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流动研究无论在研究的理论还是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2)

 。学术界对透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流动一般有两种分类方法：其一是垂直流动（vertical mobility）和水平流动（horizontal mobility）；其二是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3)

 。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地位获得属于社会流动的范畴。其中，地位获得模型由布劳和邓肯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度提出
(4)

 ，它属于社会流动研究的第二代
(5)

 。地位获得研究旨在考察人们在取得、保持、提高社会地位的过程中诸多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影响，从而探索社会不平的制度化根源。狭义的地位获得关注父子两代之间的社会位置的变动，分析个人在父子的垂直流动中受先赋性（ascribed）因素与获致性（achieved）因素影响的问题，并借此来度量社会的开放程度。广义的地位获得研究关注个体社会位置的起点和终点的变化及其发生机制，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

可以说，由布劳和邓肯所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给社会流动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它很快成为研究范式。在此之后，虽然许多研究通过引入性别
(6)

 、种族
(7)

 、年龄
(8)

 、智力和重要他人
(9)

 等新变量对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修正，先后提出了威斯康星模型、哈佛模型、赖特模型和罗宾逊模型等衍生模型
(10)

 ，但是都未能突破地位获得模型的个体主义框架
(11)

 。

然而，地位获得范式主要关注个体是如何得到社会地位，而对地位何以生成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西方学术界对其批评的焦点之一是该模型忽视了个体特质外那些可能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制度，以及物质和意识形态制约等
(12)

 。于是，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影响地位的结构，这一流派后来被称为“新结构主义”。它摒弃了个人主义研究所主张的什么样的人得到什么，而强调在什么位置上的人得到什么
(13)

 ，主要以劳动力市场分割
(14)

 、阶级结构观
(15)

 和社会网络
(16)

 研究为代表。

从既有研究而言，有关社会流动的文献回溯已有多篇
(17)

 ，但很少对地位获得给予专门讨论
(18)

 ；同时，在有关市场转型的文献研究中，则存在“重”分层“轻”流动
(1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转型的社会流动研究中，不乏对“地位获得”范式的诸多改造
(20)

 。譬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该如何操作化？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什么？个体从初职向现职流动的屏障是什么？这些研究给地位获得添加了许多解释性机制。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这些研究在扩展地位获得范式的过程中，也为探求市场转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某种可能。

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地位获得研究
(21)

 中的不同视角，凸显理论观点，同时也指出这些研究的盲点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接下去，笔者就“忠诚—能力”“单位—组织”“结构—壁垒”“网络—过程”和“教育—再生产”这五个研究视角
(22)

 ，主要针对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回溯，并在每一部分进行相应的评述。


 一　“忠诚—能力”分析

从波兰尼和塞勒尼那里获得理论灵感的“市场转型论”
(23)

 的争论焦点是对政治资本和对教育的回报问题
(24)

 。前者被看作是反映再分配制度的逻辑，背后是忠诚；而后者被看作是反映市场的逻辑，背后是能力。在“市场转型论争”中，“忠诚—能力”分析是学者改造地位获得模型的有益尝试。该分析视角紧紧围绕政治资本和教育回报的相互关系来开展相关的地位获得研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精英分化论

塞勒尼采纳了波兰尼的经济类型化，通过对中欧和东欧转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他一开始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里，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再分配经济造成的，而掌握再分配权便成了获得精英阶层地位的先决条件
(25)

 。而后，塞勒尼对自己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坚持认为不平等不是再分配经济抑或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并将人力资本视为市场转型中对阶级再生具有决定作用的要素
(26)

 。他从制度主义视角切入，构建了市场渗透（market penetration）的三种类型，认为在不同类别的经济体中出现了精英分化
(27)

 。而后，在《没有资本家打造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
 ）中，塞勒尼等人运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构建阶层分化空间，比较不同社会制度类型中的精英（如文化资产阶级、技术官僚、具有较高文化资本的经理等）如何分化
(28)

 ，对精英分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精英二元论

魏昂德基于1986年天津调查的分析，建立了职业升迁模型，研究认为成为管理精英需要具备高学历和良好的政治素质，而成为专业精英需要具备学历但不要求政治资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是“再分配精英”，在中国的精英群体是分割的，即“精英二元”理论
(29)

 。2000年，魏昂德等学者通过对1996年“当代中国的生活史与社会变迁”的城市样本数据的分析，不但支持二元路径模型的存在，而且指出，中国的职业流动机制是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的能力原则的混合体，两者既有结合又有区分
(30)

 。次年，李博柏等利用相同的资料，突破“精英二元”理论，构建了一个政党庇护性流动模型，重点分析入党时间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结果表明，党员身份本身就是政治资本，但是入党时间的早晚与个人发展机遇直接相关，这种政党庇护模式改变了几十年来比较流动研究所公认的“教育—职业升迁”的关系模式
(31)

 。最近，魏昂德等又通过对1996年数据的再分析，认为体制转型和市场改革并没有扰乱中国代际流动的模式，原先在毛泽东时代被排除出党和管理岗位的前革命精英将精英地位传递给子代的水平异常高，而且干部精英的后代继承精英地位的比例也较高
(32)

 。孙明从入党和升学等制度安排切入，认为改革前军人的子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据优势，入党是家庭出身发挥作用的中间机制；在改革后，除了军人子弟，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入党和升学是中间机制
(33)

 。

（三）精英筛选/选拔论

针对“精英二元”理论没有分析政治忠诚筛选过程的历史变迁及对职位流动的作用这两个不足，边燕杰等利用1993年在上海和天津两地的问卷调查数据，经研究表明政治审核是入党的必要过程，1978年后，党员身份与能否成为政治和管理精英密切相关。当然，党员身份在体制内外呈现不同的流动路径
(34)

 。臧小伟基于1988年和1994年收集的数据，研究显示，由于党和政府之间、政府部门内部以及党的内部分工不同，导致大学文凭与党龄对在政府部门及党的系统内精英选拔的影响大不相同；而且，作者还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精英选拔制度时，精英二元理论比技术官僚理论更具优势
(35)

 。

（四）代际转化—阶层再生论

郑辉和李路路针对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建构了有别于精英分化和精英二元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36)

 理论模型。利用1998年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城市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通过精英排他与精英代际转化的双重作用，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评述“忠诚—能力”视角是直接根植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其核心机制是清晰的，党员干部凭借其权力和组织资源仍然保持收入优势，政治资源的回报率在市场化中是显著的
(37)

 ，但是不同的组织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
(38)

 。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各类官员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管理市场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兼职来获取收入。而且，进入市场的早晚甚至也会影响收入回报
(39)

 。不过，该理论仍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1）多数研究只关心代内流动，对代际流动关注相对较少
(40)

 。（2）缺乏从生命周期视角来分析精英流动。从中国的现实看，“政府主导型社会”并没有完全改变
(41)

 ，将各种人事制度改革置于个体生命周期中或许能更清晰地理解当前精英地位的获得。


 二　“单位—组织”分析

不论是东欧还是中国的再分配经济中，“单位”都充满特殊的体制意涵
(42)

 。再分配体制下，单位是控制和运用资源的主体
(43)

 ，单位的行政级别直接决定了单位从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再分配体制的萎缩和市场的扩张本身就会对人们的市场机遇发挥作用，单位如何影响和多大程度上影响地位获得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早在1991年，林南和边燕杰对地位获得模型做了有益的拓展，将“单位”变量纳入其中。通过对1985年天津调查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中国的地位获得有别于西方工业化逻辑，职业不是一个充分必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地位高低更多取决于成员个体所置身的单位的地位
(44)

 。以后的研究丰富和修正了该模型
(45)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作单位仍然对中国城市分层有着重要的影响，职工对工作单位依然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单位的地位密不可分
(46)

 。周雪光将单位对地位获得的作用做了更加细致的操作化，发现尽管集体企业相对于体制内单位而言更接近市场，但是收入却没有体制内的人员高，进而提出要进行深入的制度分析
(47)

 。而且，父母的单位特征依然显著地影响子女的就业，同时子女所属单位的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职业声望
(48)

 。

新近研究再次表明，单位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远未消失。边燕杰等通过分析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单位作为资源控制和运用主体，其地位比职业地位更显著，同类职业在不同的单位类型其收入含量相异，父代职业对子代地位获得没有影响，而父代的单位地位却影响着子代的地位获得
(49)

 。郝大海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工作单位变量，对不同历史时期父亲单位地位对子女就业中进入单位类型的影响做了历时性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后，教育对进入党政机关和管理类岗位的影响日益突出，父亲单位的影响逐渐衰退
(50)

 。

评述“单位—组织”视角通过对地位获得模型的“单位化”改造，为社会转型的不平等提供了独特视角。已有研究并没有太多的论辩，基本的判断是一致的——单位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呈现衰退，单位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彻底改变
(51)

 。不过，近年来议论颇多的“国进民退”或许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开展内部市场化的过程中，单位地位的影响是否又会呈现出新的趋势与特征？


 三　“结构—壁垒”分析

再分配经济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依靠“条”和“块”两个组织系统控制和支配所有的资源
(52)

 。其中的“块”就是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结构—壁垒”分析中的“结构”指的就是包括地区、城乡等超越个体和组织的更高层级的结构。由于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上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地位获得
(53)

 。理论观点具体如下。

（一）地区/行业差别论

1996年，倪志伟结合地理区位和制度转变两个要素将中国的部分省份划分为四类，通过比较个人收入回报后发现，市场转型理论只有在自由放任经济地区才部分成立，以此修正了市场转型理论
(54)

 。近年，随着中国综合调查（主要是CGSS2003）等高质量数据的获得，学术界运用新的统计模型（如HLM）开展了更为深入的地区和行业比较研究。边燕杰等研究发现，收入随着城市级别的提升而大幅度地增加，省级市国有部门的收入随职业地位增长的幅度最大，在非国有部门的职业地位的收入并不因城市级别而变化
(55)

 。郝大海和李路路将收入回报置于二十多年的时间序列中，结果表明国有垄断部门在收入上的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进程逐渐下降，而党员身份的影响与市场化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6)

 。王天夫等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详细讨论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与路径。结果显示，在个人收入的整体差异中，有超过13％的份额是由于行业的不同造成的；行业特征对于个人特征的收入回报影响则显著地呈现出多种方式
(57)

 。

（二）机会—流动互动论

吴晓刚将精英流动研究不太关心的自雇阶层拉回到地位获得研究中来，提出了“机会—流动”论。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只有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只有那些在改革后期成为自雇者的城市干部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作者强调个人的选择性流动是宏观制度转型和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中间过程，提出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58)

 。

（三）城乡二元论

程远（音译）等最早将城乡二元分割纳入中国的代际流动研究之中。通过分析来自6个省的城乡数据，发现中国有很高的代际继承率，并不支持就业人口（working population）向上流动的增加，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总和流动和向上流动受经济政策的影响
(59)

 。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户籍制度。事实上，户籍制度不仅为从农业到非农职业的流动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而且削弱了我们在城市中所观察到的代际间职业地位的关系
(60)

 。这种制度分割使流动人口劳动力被隔离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空间之内，迫使流动人口沿着特殊的流动路径并遵循着非正式的规则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些特殊的路径和非正式规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非制度模式
(61)

 。而且，考虑到城市样本数据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造成了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62)

 。在城市，男性农转非人口通常有不错的工作，也更容易获得晋升，但他们在从中级到高级晋升时却处于劣势。同时，除了在专业职称晋升上拥有优势之外，他们很难在行政上获得晋升，也难以在体制外获得高级管理职位
(63)

 。

评述“结构—壁垒”为地位获得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地位资源、权力资源等概念被提出
(64)

 。那么，结构壁垒在市场转型中是怎样通过中间机制并最终作用于个体的地位获得？经过数年的社会转型，一些壁垒又呈现何种新趋势？虽然诸如收入分配模式及其变化是多种机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5)

 ，但是其中的复杂过程毫无疑问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四　“网络—过程”分析

经典的地位获得研究，不仅包括代际流动，还包括代内流动。“网络—过程”分析是新结构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更多关注代内流动中结构和关系等因素的重要性。由网络关系角度开辟的社会流动研究大多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为跨组织或跨单位的流动领域；一为组织内部的升迁流动领域。二者都涉及初职后的流动，强调网络关系与地位获得的关联
(66)

 。在市场转型研究中，“网络—过程”视角主要在和“弱关系假设”
(67)

 的论辩中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提出“弱关系假设”，认为较弱的关系倾向于形成桥梁，将个体连接到另外的社会圈子中去
(68)

 。格氏通过对纽约郊外牛顿镇的300位白领求职者的调查，发现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厚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该结果对“弱关系假设”做了最初证明
(69)

 。尔后，林南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资源理论，对格氏的“弱关系假设”作了扩展和修正，指出弱关系的力量在于它联系着拥有更丰富社会资源的帮助者，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将大于强关系的帮助者
(70)

 。

以上两种理论都是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讨论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然而，在市场转型国家和地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网络又何以发挥作用？边燕杰依据1988年在天津的调查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在这里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
(71)

 。为此，边燕杰提出了“强关系假设”，并对此运用中国天津、新加坡等地的资料做了验证
(72)

 。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义务问题。人情关系的实质是情意、实惠的交换，强关系交换建立在双方多年交往上，相互欠情也好、补情也好，都敦促彼此有义务去保持这种交换关系。二是信任问题。人情交换是违背正式组织原则的，但如果是强关系，主客双方的信任度提高，就能降低风险系数
(73)

 。那些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74)

 。概言之，“强关系假设”不仅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职业流动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75)

 。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两位荷兰社会学家对德国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两座城市的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民主德国，工人在求职中所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帮助者的职业声望）和工人得到的工作的职业声望呈正相关
(76)

 。

在研究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时，“网络—过程”视角往往被频繁地运用。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求职的意义非同寻常
(77)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地位获得，在使用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强关系”
(78)

 的同时，对在职业流动中建构的社会网络的利用有增加的趋势
(79)

 ，而且，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

评述　“网络—过程”视角在社会学中属于网络结构观的范畴，它有别于传统的地位结构观，具有联结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功能。而且，由于社会网络既可以是先赋性的，也可以是获致性的
(80)

 ，因此该视角打破了传统地位获得研究的既有概念设定。从已有研究看：（1）大部分研究关注跨部门或单位的流动，而对组织内部的升迁流动的研究比较欠缺。其实，西方学者在后者的研究中已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81)

 。（2）有学者在2001年的《美国社会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网络“同质性”特征的综述
(82)

 ，这引发了对社会网络效用的激烈论辩
(83)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机会集合与关系利用、社会网络的选择等基础性问题
(84)

 ，并且对社会资本的效用以及内生性问题等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关注
(85)

 。然而，仅仅用新的统计方法去检验一个“老问题”，对推动整个理论的发展贡献并不大。


 五　“教育—再生产”分析

在现代社会，教育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中介，作为不平等传递的主要途径，越来越成为一个研究中心。在地位获得模型中，教育是联结父代与子代的中介变量，包括子代地位获得和父代地位继承两个环节。总体而言，“教育—再生产”分析大致分为两类——关注教育地位本身的获得和考察教育对地位获得的影响。

（一）教育地位获得

俄罗斯、匈牙利和捷克等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在革命或改革的初期，教育的确趋于平等，但后来甚至出现不平等趋势的上升
(86)

 。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87)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分层
(88)

 。

根据政策干预对教育获得及分层具有重要作用
(89)

 的逻辑，作为宏观制度环境的教育扩张理应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但它能否使教育机会分配变得更加平等却一直是学界论争的焦点问题。刘精明认为，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态势——优势阶层的教育投资趋于转向正规的大学本科；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在获得各类高等教育机会时均保持并继续扩大着较高的机会优势
(90)

 。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李春玲分析指出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
(91)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机会的分配更多地取决于教育选择的规则而非与教育系统本身的扩张有关
(92)

 。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地位获得研究的传统视角
(93)

 。吴晓刚发现虽然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户口子女的状况相比于城镇户口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入学状况的影响作用在增大
(94)

 。李煜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
(95)

 。

（二）教育影响地位获得
(96)



在地位获得研究中，教育除了作为地位获得的结果，也通常作为代际地位获得（包括收入地位、职业地位等）的中介变量。总体而言，中国的“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消除，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稳步上升
(97)

 。个体初职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受教育水平，教育获得始终对初职地位的取得起着最主要作用，但代际地位的继承作用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98)

 。具体而言，在1992年后，家庭背景的作用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表现在非体力阶层对子女的初职地位的作用由“跳级”效应向“保底”效应转变。而且，在我国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对人们流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
(99)

 。

评述　在“教育—再生产”视角的研究中，学者们围绕着作为自致因素的教育，对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发现进行检验（如MMI假设），并基于社会转型背景探寻本国的内在宏观发生机制
(100)

 。然而，不论是作为地位获得结果的教育还是作为地位获得中介的教育，不但离不开宏观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
(101)

 ，而且也无法逃脱家庭、学校、社区等中观社会环境的制约
(102)

 以及微观情境的束缚
(103)

 。相对而言，“教育—再生产”分析对中、微观因素的关注度还相对较弱。此外，在研究中教育地位获得受到的关注较多，而教育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关注有待加强。


 六　从分层框架到机制分析：三点批评

地位获得模型被提出后，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主义视角向结构主义视角的转变过程。在市场转型下的地位获得研究中，如果将“忠诚—能力”归入个体主义视角的话，那么，“单位—制度”“结构—壁垒”和“网络—过程”就应属于结构主义视角。而“教育—再生产”则显得更为复杂，它是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混合型视角（见图4-1）
(104)

 。接下去，我们将总结转型中国地位获得研究中几个亟待解决的议题。

[image: ]
图4-1　地位获得研究的类型



第一，在地位获得研究中，目前结构主义视角处于优势地位，重点探讨哪些关键的结构因素影响地位获得。当然也有学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
(105)

 。然而，这与最初的地位获得模型所采取的个体主义视角相去甚远。虽然结构主义视角解释了地位获得这一“黑匣子”以外的结构性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落到个体之上仍需要理论解释。为此，我们不妨将网络结构分析与地位结构分析相结合，并借鉴地位获得模型的衍生模型。

第二，社会流动研究是一个将分层后果分段呈现的过程，因此，它涉及如何进行分层的问题。不同的分层框架对我们的分层后果（学者眼中）难免存有差异。那么，分层框架最终是否会导致地位获得的结果也发生变化？于是，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分层框架最适用于当下的转型中国”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在将西方的分层框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106)

 。现在，学界对阶级分析的讨论越来越多，如何将地位获得放入阶级分析的解释框架，仍有待深入推进。

第三，制度分析是市场转型研究近20年来主要的研究策略，也常被运用到地位获得研究中去。地位获得模型提出伊始，就始终没有放弃对微观个体的理论关怀。近年来，社会机制和基于机制的解释（mechanism-based explanations）在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领域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中层分析为己任的机制分析日益受到学界的推崇
(107)

 。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考察缺乏对因果推定充分的讨论
(108)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能在机制分析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那么理应可以增强地位获得研究对转型中国的解释力。

此外，从总体而言，已有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基础模型，这阻碍了我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譬如，在经济学中，有研究收入的Mincer模型，学者们往往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添加其他影响收入的变量。笔者认为，基于经典地位获得模型建构基础模型，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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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代际收入流动、阶层地位、性别角色观念与初婚居住安排
(1)



初婚夫妇（first married couple）的居住安排（living arrangement），不仅是探讨家庭形成的起始点，更是了解家庭形态与结构发展的重要事件
(2)

 。与西方社会里子女成年后即考虑离开父母独立居住
(3)

 不同，华人社会的子女婚后仍可能与父母同住
(4)

 ，代间同住（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的家庭结构远比西方更为普遍
(5)

 。近年来，虽然中国家庭结构经历着持续的核心化，但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代家庭户比例较高，从妻居也不再是罕见或特殊现象，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
(6)

 。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后，作为社会分层重要指标的家庭住房通过代际间的直接传递，对城市青年夫妇初婚后离开父母独立居住提供了某种可能。此外，在“高房价”的今天，“裸婚”“丈母娘推高房价”等媒体报道层出不穷，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房子情结”加强了买房成家的去个体化倾向，使其成为整个家庭的集体责任。统计表明，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1990年的13.7平方米上升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
(7)

 ，房屋自有率之高甚至超过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更多的初婚夫妇选择离开父母独立居住，又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类似的特征。

然而，既有的居住安排研究大多以家庭养老为切入点，侧重从老年人（父代）的健康、年龄、教育、收入等因素描述居住安排的人口特征并探究这些要素何以影响居民对居住安排的选择
(8)

 。从初婚时点入手，以初婚夫妇（子代）为对象的居住安排研究尚不多见。作为家庭生命周期起点的初婚夫妇，他们在进行居住决策时，是选择代间同住抑或独立居住？是选择从妻居还是从夫居？人们除了迫于对父母养老需求的考虑外，难免还会受到原生家庭经济地位差异、夫妻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性别观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夫妻间的相对资源优势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初婚居住安排？初婚居住安排的形成机制是什么？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为此，本书中这一章的研究试图将居住安排作为家庭决策的后果，探讨初婚时点的代间同住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本章的研究问题有：（1）探讨初婚夫妇的资源优势对代间同住的影响机制，检验资源论与性别规范论在初婚代间同住决策中的解释力；（2）比较家庭社会地位和夫妻阶层地位在城市居民初婚居住安排中的作用，揭示居住安排模式的形成机制。在统计方法上，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笔者运用完全贝叶斯多重填补法（multiple impute）对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接下去将首先梳理相关的主要理论论辩，而后从数据、变量和统计模型三个维度呈现研究设计，然后比较分析资源优势、性别观念与居住安排的因果机制，最后是简短的讨论。


 一　资源优势与性别规范：理论与假设

资源论和文化理论下的性别规范论是解释居住安排差异的两大视角。

资源论（resource theory）主要从客观角度讨论家庭中权力的拥有及家庭内部的任务分配方式。家庭中的权力是由一个人影响他人行为的潜在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来自于所掌握的资源
(9)

 。它主要围绕初婚夫妇本身探究居住安排的形成机制，将居住安排置于家庭决策过程之中，认为初婚时选择代间同住（“从夫居”和“从妻居”）或独立居住，是夫妻权力关系博弈的结果
(10)

 。其中，绝对资源与独立居住与否联系紧密，而相对资源与代间同住方式密切相关。性别规范论主要强调由文化习得的性格角色观念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居住方式选择。包括家庭价值观、“家本位”和老人赡养义务等文化背景会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人们的观念形成，并在居住决策中发挥作用。总体而言，资源论能较好地解释居住安排（代间同住和独立居住），不过它对资源效力的代际差异缺乏系统研究，而在解释从妻居和从夫居的选择上，资源论和性别规范论是一对竞争性理论。

（一）代际收入流动、居住阶层化与独立居住

代际收入流动论主要研究个体在总体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多大程度上由其父代所决定，它是代际社会流动在经济学领域的核心体现
(11)

 。经济学者运用各种方法考虑了测量误差后，计算出的中国代际收入相关性达到0.7左右
(12)

 ，该数值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偏高。目前，中国城市中代际流动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但曲率大于其他国家，高收入者的代际继承性更强
(13)

 。

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中，虽然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但是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表现出远大于上述两种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
(14)

 。住房消费往往是家庭行为，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市场及体制外市场获得资源的机会对住房不平等具有解释力
(15)

 。以青年人为例，代际财富资本对其能否拥有房产起着决定作用，房产拥有并非仅依赖青年个体收入。一项以985高校毕业生为对象的调查显示，父母能为其买房的“80后”毕业生拥有房产的概率是父母不能提供经济资助者的12倍，而父母（会）替付部分房款的毕业生拥有房产的概率是父母不能提供经济资助的毕业生的近4倍
(16)

 。

以上的这些理论解释和经验发现主要基于对住房市场化阶段的考量，而住房在计划经济时期同样也是中国代际经济地位继承中的重要内容。在再分配经济时期，居民住房获得与父代阶层地位状况紧密相关
(17)

 ，“官员为儿子分配四套房”“单位空房为高层领导后代预留”是对家庭背景介入住房资源分配的生动体现
(18)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居者有其屋”的重视，更使得住房几乎成为城市普通居民家庭子女嫁娶中的核心要素。

代际收入流动论主要流行于经济学领域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然而笔者认为，该理论同样对城市居民的初婚居住安排具有解释力。在当下中国，不同类型财产对提升子代经济福利的效率高低不等，经过父辈通盘考虑，价格不断上涨的房产逐渐成为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原生家庭阶层地位较高的夫妻在初婚时离开双方家庭而独立居住的可能性较大。就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原生家庭阶层地位越高，初婚时越可能独立居住。

此外，居住安排的选择是对住房状况综合考量的后果之一，这就涉及社会分层中的住房分层议题。住房是财产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是个体乃至整个家庭栖身的场所，还包含了居住者对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区邻里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雷克斯和摩尔撰写的《种族、社区和冲突》中提出了“住房阶层”理论，认为城市居民对住房自有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根据获取住房途径可以将城市居民分为6大群体，并且认为按照住房条件的差异，不同住房阶层将位于城市不同的空间区位
(19)

 。虽然该理论后来受到了“消费部门分割”理论的挑战
(20)

 ，不过多数研究在居住阶层化的判断上不存在明显分歧。

居住阶层化论指出，人们受到不同结构性条件的制约而选择了不同的居住方式和居住空间，而特定的居住条件又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阶层认同，最终带来社会阶层的居住分割。一般而言，买得起地段好、面积大、质量好的住房已经足以说明购房者的购买能力强。而购买能力的强弱，无疑与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阶层位置是个体市场能力的重要表征，造成了人们住房产权、房屋面积和房屋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化
(21)

 。瓦特在英国伦敦坎本地区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群体拥有住房比例的情况并不一致，公职阶层为52％ ，中等阶层为44％ ，而工人阶层为16％ ；至于35岁以上的群体，住房自有率在上述三类群体中都有提高，其中公职阶层为83％，中等阶层为74％ ，而工人阶层为48％
(22)

 。而且，中国城市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还与居住空间的分化有着一定的一致性
(23)

 。居住在较好社区类型和较高社区地段中的是那些具有较高客观阶层位置的人，居于城镇边缘和老旧城区的则更多是位于较低客观阶层位置的人。

虽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原有单位在住房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与单位性质、单位级别、个人职级等直接挂钩的分配原则并未完全消失，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并行且增长着
(24)

 。一方面，购房者的购买能力直接取决于其职业地位高低
(25)

 。譬如，购房者为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些人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享有优厚的住房公积金，他们能得到更多低息贷款，也就能更早地购买更大、更好的住房。另一方面，权力精英及单位的后房改福利与二套住房分配呈显著正相关
(26)

 ，而且职业地位较高群体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以外的福利更具优势。就初婚居住安排而言，优势阶层地位者即便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仍有可能通过单位过渡房、租房补贴等渠道得以离开父母独立居住。考虑到传统的婚姻匹配中“女高男低”的比例较低，大多数都属于“男高女低”或者“男女相当”的匹配模式
(27)

 ，在夫妻阶层地位中丈夫更具优势，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丈夫阶层地位越高，初婚时越可能独立居住。

（二）资源优势、性别规范与代间同住

布拉德（Blood）和沃尔夫（Wolfe）于1960年出版了《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一书，由此开创了资源理论在夫妻权力关系研究中的广泛运用
(28)

 。已有研究表明，夫妻间的相对权力来自个人的相对资源，夫妻中提供更多资源的一方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权力
(29)

 。一方面，丈夫为婚姻带来更多的资源，他的妻子会更遵从其意愿，并且认为他有权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决定
(30)

 ；另一方面，夫妻中的一方相对资源愈多，愈可能得到婚姻以外的满足（如社会地位、社会参与等），对于婚姻关系的依赖愈低，在婚姻内权力愈大。相对的是，当丈夫或妻子的资源愈少，愈依赖婚姻关系，则权力愈低
(31)

 。

伊庆春从资源论出发，提出相对配偶而言，拥有的资源越多，在家庭决策上，越能依自身意志或偏好行事。家庭资源的多寡，以及夫妻间资源差异所造成的相对权力关系，是决定居住安排的主要因素
(32)

 。初婚夫妻中资源较多的一方因拥有较高的相对权力，在居住安排决策时，越可能选择亲近或有利于其原生家庭的居住方式
(33)

 。也就是说，夫妻间占有资源优势的一方，更可能会倾向与自身原生家庭同住。

所谓资源，强调的是个人的客观能力，这些资源包括职业地位、收入、经验等
(34)

 。更进一步而言，在家庭决策中，良好的判断力是重要的因素，这通常来自教育和经历
(35)

 。当夫妻中的一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时，体现出更多的知识积累及更强的决策能力，从而更可能由其做出居住安排的选择。已有研究表明，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教育程度愈高的，愈倾向和自己的父母同住而排拒与配偶父母同住，其中隐含着夫妻之间的权力互动
(36)

 。由此，笔者提出以下的假设。

假设3a：相对受教育水平越高，婚后越可能选择与己方父母同住。

与此同时，阶层地位是度量个体职业地位、收入、声望等的综合指标，也是衡量资源多寡的重要标志。拥有更高阶层地位的一方，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资源，进而有能力选择对己方更为有利的居住方式，因此提出假设3b。

假设3b：相对阶层地位越高，婚后越可能与己方父母同住。

资源理论虽然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与此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批评
(37)

 ，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性别规范论。随着性别的重要性逐渐引起关注，布隆伯格和科尔曼提出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的论辩
(38)

 。他们认为，在个体层面，个人的性别角色意识将影响其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夫妻进行家庭决策的重要因素
(39)

 。

大量经验研究发现，性别角色意识在对夫妻权力的影响方面，比结构性资源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40)

 ，尤其是丈夫的性别角色态度在解释权力方面有着决定性作用，而女性在资源方面的增加并没有提高其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和权力
(41)

 。婚姻中的“潜在权力”由性别角色观念形塑，夫妻对传统的不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没有冲突，是因为性别角色观念已经充分地塑造了他们的期望和经验
(42)

 。与此类似，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展示了夫妻间互动的微妙过程和“社会性别实践”（doing gender）
(43)

 。他们发现，在决策过程中，资源更多的妻子并不以此要求更多权力，相反的，她们往往顺从丈夫，从而维护丈夫在夫妻关系中的权力
(44)

 。在台湾地区，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人，即便家庭中女性拥有较高的人力与社会经济资源，男方通常仍是掌握决策的最后发言者（final say）
(45)

 。

在中国，父系家庭根源于农业经济和儒家伦理，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男权制思想根深蒂固。为了有效维持父系家庭中的性别秩序，儒家文化赋予男性更大的权力，而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
(46)

 。传统文化中的无形规范，如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儿子奉养父母的孝道伦理等，都会影响夫妻的家庭决策
(47)

 。然而，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
(48)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49)

 。然而，即便社会性别结构已松动，家庭内性别权力的变迁相对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却有一种社会心理的迟滞（psychosocial lag）存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仍可能持续影响家庭内的夫妻分工及权力关系
(50)

 。据此，从性别规范论出发，持传统性别观念者，通常倾向由丈夫掌握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并且选择父系家庭的居住模式
(51)

 。进而推论出以下假设。

假设4：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越可能选择从夫居。


 二　数据、变量与统计策略

（一）数据

本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主持的“2010上海家庭调查”（SHFS2010）项目。2010年7月～2011年3月，该调查采用多阶段PPS抽样方案
(52)

 ，以各抽样单位下辖户数作为辅助抽样信息进行加权，对上海市外环以内的所有中国大陆居民（居住七天以上，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进行地址抽样，并在访问员入户之后采用Kish表在户内随机抽取18～65周岁的居民为被调查者。样本在家庭户层次上自加权。调查过程采用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整个调查过程执行严格的样本控制以及质量控制，最终样本成功率为65％左右，共回收1181份成功问卷。其中，初婚居住方式属于从妻居或从夫居的被访者为463人。

（二）变量

1．因变量及其操作化

研究的因变量是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在调查中，问及被调查者“在刚结婚（同居）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备选项有6项：（1）自己父母家；（2）配偶父母家；（3）租房，不和父母住；（4）买房住，不和父母住；（5）宿舍/单位提供的住房；（6）其他。本文采取了两种操作化方案：第一种是笔者根据被访者性别，对选择“1”或“2”的人进行甄别，形成“住男方家”（从夫居）和“住女方家”（从妻居）两类代间同住的居住安排。此外，针对选择“其他”的人，笔者对其重新编码
(53)

 。对从夫居和从妻居分别赋值为0和1。在数据处理上，以从夫居为参照。第二种是将选择“1”或“2”的被访者归为代间同住，选择其他备择项的为独立居住。在居住安排的数据处理上，以代间同住为参照。

2．核心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相对资源从两个维度加以测量：（1）夫妻教育差。针对问卷中的14类测度，比较夫妻的教育水平，得到“妻子学历高”“学历相同”和“丈夫学历高”三类，以第三类为参照，其他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
(54)

 。（2）夫妻地位差。笔者首先根据刘欣
(55)

 提出的城市阶层划分框架获得夫妻双方的阶层位置，然后通过比较得到“妻子地位高”“地位相同”和“丈夫地位高”三种类别，以第三类为参照
(56)

 。

丈夫阶层地位及其原生家庭地位也是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根据刘欣提出的城市阶层划分框架
(57)

 ，以丈夫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作为丈夫家庭地位，并以其初婚时的职业作为丈夫的初婚阶层地位。首先按照分层框架得到17类阶层位置，然后对这些位置进一步归类，最终得到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这三大阶层结构。

第三个核心自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它指的是个体对婚恋中男女两性所扮演角色地位的主观态度。由于跟踪调查难度较大，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缺乏纵贯数据，要追溯到所有被访者初婚时点去测量当时的观念基本无从实现，因此“上海家庭调查2010”只询问了被访者当下的性别角色观念。考虑到观念意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笔者将现时的性别角色观念作为初婚性别角色观念的替代变量处理。问卷中，我们从四个维度通过“很不同意—非常同意”的七级李克特量表测量
(58)

 。笔者首先将“很难说”赋值为4，再对量表做信度检验（alpha=0.646），而后对它们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见表5-1）。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得到1个公因子，即性别角色观念因子（见图5-1），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致50％，即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五成以上的信息。

表5-1　因子分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



	类别
	性别角色观念因子



	特征值
	1.999



	方差贡献率（％）
	49.99



	累计方差贡献率（％）
	49.99



	Kaiser-Meyer-Olkin
	0.652



	球形Bartlett检验
	291.012***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双尾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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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特征根碎石图



3．控制变量及其操作化

按照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在分析过程中要将初婚年代、丈夫教育水平、丈夫阶层地位、原生家庭地位差异、夫方家庭地位、丈夫初婚年龄、夫妻户籍、独生子女与否和夫妻年龄差加以控制。其中，初婚年代分为“1955～1978年”“1979～1992年”和“1993～2010年”三个阶段，并以第一个时期为参照；丈夫教育水平以“低”为参照
(59)

 ；原生家庭地位差异通过比较夫妻初婚时双方父亲的地位获得，分为“夫方高”“夫妻相当”和“妻方高”三类，以“夫妻相当”为参照；夫妻户籍分为单方上海籍、双方上海籍和非上海籍三类，以双方上海籍为参照。

4．数据描述性统计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对“独立居住vs代间同住”和“从妻居vs从夫居”分别单独进行描述统计。表5-2呈现了独立居住与否的描述性统计，而表5-3则为代间同住的数据结构。


表5-2　独立居住与否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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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类别变量，本表格只报告其各类别的百分比；连续变量则报告其均值，括号内是其标准差。


表5-3　代间同住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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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二分逻辑斯蒂（Binary Logit）回归模型来分析初婚居住安排。方程如下：

[image: ]


其中，在独立居住的形成机制分析中，pi

 为独立居住的几率，1-pi

 为代间同住的几率；X
 为自变量矩阵，包括丈夫家庭地位虚拟变量和丈夫阶层地位虚拟变量，C
 是控制变量矩阵，包括丈夫初婚年代虚拟变量、丈夫教育程度虚拟变量、丈夫初婚年龄、夫妻户籍、独生子女与否虚拟变量。

在代间同住的形成机制分析中，pi

 为从妻居的几率，1-pi

 为从夫居的几率；X
 为自变量矩阵，包括相对教育水平虚拟变量、相对阶层虚拟变量和性别角色观念，C
 是控制变量矩阵，包括丈夫初婚年代虚拟变量、丈夫教育程度虚拟变量、丈夫阶层地位虚拟变量、原生家庭地位差异、夫方家庭地位、丈夫初婚年龄、夫妻户籍、独生子女与否虚拟变量及夫妻年龄差异。α
 是截距项；β、γ
 是回归系数向量。

根据先前的研究假设，笔者分别对上海常住居民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居住安排的不同影响因素。在模型设定上，采取嵌套的方式，对基准模型依次纳入核心自变量，以比较它们对模型的贡献率大小
(60)

 。经过多元共线性诊断（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tics）之后，所有自变量的变异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1.5，故没有共线性之疑。最后，为了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本文又采用贝叶斯多重填补法
(61)

 创建填补模型，以比较个案删除法和多重填补法的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三　结果呈现

（一）初婚独立居住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5-2的描述性统计表明，来自不同地位家庭的城市居民在某些方面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虽然不同家庭出身的夫妻在独生子女比例、初婚年代和丈夫初婚年龄上差异不明显，但是与丈夫出身为社会下层的夫妇相比，中层抑或上层家庭的子代更可能在初婚时离开双方家庭而独立居住（X
 2
 =10.49，p
 =0.05）。夫方家庭地位较高的夫妻，双方为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地位较低夫妻的相应比例，而且在丈夫初婚的平均年龄也显得略高。通过以上描述统计可以发现，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夫方家庭地位对城市居民的初婚居住安排具有显著效应。然而，目前我们无法确定夫方家庭社会地位的净效应，以及与丈夫阶层地位的作用力相比，二者中谁的效应更强。接下去的部分将通过估计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夫方家庭社会地位和丈夫阶层地位对初婚居住安排是否产生及如何产生影响的。

表5-4报告了估计城市居民初婚时是否独立居住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1为代际收入流动模型，它除了控制变量外，还纳入了男方家庭地位变量。结果表明，丈夫初婚年龄越大，其离开父母独立居住的几率是代间同住的1.07倍（e0.071
 =1.07）；与1955～1978年间结婚的夫妇相比，1979～1992年间经历初婚的夫妇反而更可能与父母同住，但1993～2010年初婚的夫妇独立居住的几率要高出57.9％。就笔者最关心的夫方家庭地位而言，原生家庭地位越高，其初婚居住安排为独立居住的可能性越高。具言之，出身中层和上层的夫妻离开父母“独住”的几率分别是出身下层家庭夫妻的1.53倍和2.03倍。由此，假设1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


表5-4　是否独立居住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

[image: ]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双尾检验）。

模型2是居住阶层化模型。与代际支持模型相比，控制变量对居住安排变量的影响相似，但丈夫阶层地位对因变量没有显著效应。具体而言，虽然丈夫阶层地位的系数皆为正，表明从调查样本发现丈夫阶层地位越高，其夫妻初婚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更大，但无法推论总体。为此，假设2未能得到很好的支持。在模型3中，当控制了丈夫阶层地位后，夫方家庭地位对独立居住模式的正效应依然未消失。即，与参照组相比，丈夫来自中产家庭的夫妇初婚时独立居住的几率增加了0.51倍，来自上层家庭的夫妇的相应几率则增加1.02倍。

考虑到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中某些关键变量存在一定的数据缺失。通过将无缺失数据（删除所有带缺失数据的样本）样本的每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与所观测样本计算的相应统计量的比较，结果证明缺失值不是随机的（MNAR），这很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有偏（bias）。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模型3的统计结果做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经过多重填补法，我们的有效样本量增加至810个，模型4是对此估计后的模型结果。经过比较发现，夫方家庭地位的系数值和显著度都略有变化，但其对初婚居住安排的影响是稳健的。

总而言之，在表5-4中的模型4和模型3中，除了户籍和初婚年代的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外，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模式呈现相似性，并支持了假设1。然而，假设2未能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

（二）初婚代间同住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5-5报告了1955～2010年期间结婚的夫妇选择代间同住方式的一组二元Logit回归模型。模型5是性别观念模型，模型6为相对资源模型，模型7为纳入交互项的性别观念模型，模型8为全模型，所有模型的卡方值在相应的自由度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模型9是对运用贝叶斯多重填补法处理后的数据的回归模型。


表5-5　初婚代间同住的Logit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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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5显示，性别观念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安排没有显著效应。不过，1979～1992年与1955～1978年初婚的夫妇在代间居住方式选择的差异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前一组选择从夫居的几率最高（p＜0.001）。同时，与参照组相比，1993～2010年初婚夫妇的从夫居几率要低于1979～1992年组。这很可能无法排除住房市场化以及生育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譬如，有研究发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和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基本相当，显示出一种在婚后居住方式上的“男女平等”现象或“从夫居和从妻居相对平衡”的现象
(62)

 。此外，模型也显示，来自上层家庭的丈夫更可能选择从妻居，而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丈夫并没有显现出对从妻居这种婚居模式的“偏好”，该结果与近期台湾地区的发现相左
(63)

 。当然，这些结果并非笔者在此探讨的重点，下文不再展开。

模型7在模型5的基础上放入性别和性别与性别观念的交互项，以检验性别观念对居住模式选择是否存在性别效应。结果表明，交互项不显著，即性别角色观念对代间同住方式选择的影响没有因性别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女性更倾向从妻居（p＜0.001）。与模型5相比，其他变量对居住安排的效应基本一致。

模型6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了夫妻教育差异和阶层地位差异两个核心变量，构成了相对资源模型。在教育差异上，以夫妻教育水平相当为参照组，丈夫比妻子文化程度高对他们选择从妻居抑或从夫居没有显著效应，而妻子相对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选择从妻居。由此，教育差异是居住安排的一个有效解释变量，假设3a得到了经验资料的支持。在相对阶层地位上，统计结果表明相对阶层地位并没有导致城市居民代间同住形式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假设3b没能获得充分支持。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验结果支持了相对资源论。

全模型（模型8）进一步表明，随着妻方教育地位优势的扩大，从妻居的几率有上升的趋势。相对“男女相当”而言，当妻子教育水平比丈夫高时，从妻居几率增加了5.17倍（e1.82
 -1=5.17，p＜0.01），“男高女低”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就夫妻阶层地位差而言，结果与模型2基本相似。此外，在控制了相对资源变量后，性别观念的效应在方向上仍然和模型5及模型7保持一致，仍然不显著。这表明经验资料未能很好地支持研究假设4。

这里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中的某些关键变量存在一定的数据缺失（见表5-6）。通过将无缺失数据（删除所有带缺失数据的样本）样本（N=309）的每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与所观测样本的相应统计量的比较，结果证明缺失值不是随机的（MNAR），这很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有偏差（bias）。为此，有必要对先前的统计结果做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我们采用完全贝叶斯多重填补法
(64)

 创建填补模型，以比较个案删除法和多重填补法的回归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表5-6　样本缺失统计



	变量
	有效样本量
	缺失
	缺失率（％）



	原生家庭地位差
	335
	128
	0.28



	夫方家庭地位
	387
	76
	0.16



	丈夫阶层地位
	453
	10
	0.02



	夫妻地位差
	424
	39
	0.08



	性别观念
	456
	7
	0.02




模型9为基于多重填补数据的Logit回归。与全模型相比，包括性别观念、夫妻教育差异和夫妻阶层地位差异等核心自变量对居住方式的效应基本一致。具体而言，性别观念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女方文化程度比男方高，则越可能从妻居，不过填补数据中的系数有所减小，即相对教育地位对居住方式选择的作用有所弱化（p＜0.05）；夫妻阶层地位差的两个系数都没有超过0.05的显著性水平。以上结果表明，笔者所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　结论与展望

本章中笔者利用SHFS2010的资料对中国城市居民初婚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做了检验。主要研究发现：（1）夫妻双方谁的相对资源占有越多，越可能选择与己方的父母同住，具体而言，无论丈夫还是妻子，相对教育地位越高，越可能选择婚后在自己父母家同住；性别角色观念还不足以引起初婚时的居住安排差异。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女性更倾向于从妻居，而且夫方原生家庭地位高的初婚夫妇更有可能选择从妻居。（2）中国城市居民初婚时是否独立居住并不由夫妻阶层地位左右，而更多受制于原生家庭的社会地位。代际收入流动理论尽管源自经济学领域，但它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过程。该经验发现证明，在当下中国，青年夫妇在初婚时选择与父母同住还是自立门户，先赋性因素要强于自致性因素。当我们将居住安排置于家庭决策过程中时，会发现客观阶层地位通过住房获得影响了初婚夫妇的居住安排，其中，来自原生家庭的资源起到决定作用。以上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当下中国城市居民初婚居住安排模式的形成机制。

毋庸置疑，初婚居住安排离不开包括住房市场化、单位福利分房的退出、城市化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包括计划生育、居家养老等宏观社会政策的影响
(65)

 。然而，在家庭这一微观层面，将居住安排作为家庭决策的后果来考察会发现夫妻双方的相对资源对从夫居或从妻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初婚夫妻的居住安排没有因为传统父权主义文化或现代夫妻平等观念呈现明显差异，而相对资源占有的多寡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同时，先赋性的绝对资源对是否独立居住的解释力颇为稳健，这表明收入代际流动成为初婚居住安排实现的又一重要机制。

以往的相关研究对代间同住的形成机制缺乏足够的重视，在研究设计上并未将其置于初婚时点考察。本章的研究重点将代间同住作为家庭决策的重要后果，通过上海的调查数据检验影响因素，寻求中国城市居民的初婚居住选择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结论
(66)

 相左，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源自西方的理论解释还有待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地区）资料的进一步检验。笔者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城市居民的初婚居住安排是由原生家庭阶层地位和夫妻阶层地位共同作用下所作出的家庭决策。具体而言，独立居住或代间同住主要和原生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有关，而从妻居或从夫居则主要与夫妻阶层地位差异相关。

受资料所限，本研究未能将初婚时选择单门独户的夫妻的住房性质（产权、面积、购买形式等）、原生家庭的住房状况、配偶的兄弟姐妹数等变量纳入模型，这些变量是对中介变量“住房”的直接测度；同时，对于性别角色观念的测量并不是特别理想，尤其是未能同时测量夫妻双方初婚时的观念，解释力还不够高。关于未来的研究，笔者认为有两个方向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延伸初婚居住安排的因果逻辑链。将初婚居住安排作为自变量，探究其对子女养育模式、代际关系、家庭凝聚力、幸福感等因变量的影响。第二，拓展居住安排的研究空间。初婚居住安排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事件，通过分析居住安排在不同家庭阶段的变动，可以丰富对家庭生命周期的过程研究，探索社会制度环境对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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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与社会支持
(1)



社会支持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将焦点集中在基于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的分析上，对基于制度建构的正式网络相对重视不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风险社会”，作为现代化产物的正式支持网络，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本章的研究试图立足于宏观社会结构，将包括正式支持在内的社会支持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重点探讨资源分布和阶层地位对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获得的影响。笔者沿着社会结构的分析路径，将社会支持置于儒家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 Survey 2006）资料为依据，探讨现代化、城市化和组织环境等引致的资源分布和个体的阶层地位是如何共同影响民众社会支持网获得的，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华人社会内部不同的支持网获得机制。


 一　问题的提出

对社会支持的社会学研究绝大部分都聚焦在网络构成与社会支持的分析上，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纷纷立足于网络结构观，主要从社会网络的结构、规模、密度、强度等维度探讨网络对各种社会支持后果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致因
(2)

 。然而，这些研究在探讨支持网时往往将着力点放在基于家人、亲属、朋友、同事等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所组成的非正式支持上，而对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正式支持（抑或制度性支持）及社会地位如何影响人们获取不同支持网缺乏应有的重视。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包括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3)

 。在华人社会，虽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亲属关系在社会支持网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4)

 ，然而，包括福利体系在内的现代制度建构势必使原来过于依赖源自人际网络的社会支持转向包括正式支持在内的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5)

 。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福利供给水平参差不齐，很可能会对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选择产生相应的影响。

本章的研究正是基于目前已有文献中对正式支持及支持获得的结构性因素缺乏足够关注的理论背景，试图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去探讨华人社会的支持网络，跳出传统社会支持研究的“社会关系”局限，从宏观资源结构和阶层地位出发来分析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获得。


 二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一个新分析框架的尝试

社会结构与支持网络的研究主要讨论宏观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对个体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的作用力。宏观社会结构强调政策、社会资源分布等对个体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其社会支持不仅包括非正式支持，还包括源自国家和市场的正式支持
(6)

 ；阶层结构强调个体的婚姻地位、社会经济地位（SES）、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等对人们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它更关注社会交往基础上的社会网络
(7)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资源分布论”和“地位限制论”。

“资源分布论”指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政治权力结构会影响个体对关系网络的选择和运用
(8)

 。该理论将资源获取途径划分为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制度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和基于亲属关系的非正式支持三种，使经济、政治和个体的生活选择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在一个社会中，工作单位决定个体生活资源获得，那么个体会发展更多的工作关系以确保资源的获取；假如是家族或家庭决定个体生活资源，则个体的社会交往会偏重家庭纽带；当一个社会缺乏市场和社会服务，个体就不得不依赖工作组织和家庭获得必需的资源
(9)

 。“分布论”得到了许多经验资料的支持
(10)

 。

“地位限制论”则认为，社会阶层制约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布劳在《不平等与异质性》一书中指出，级别和等级的分布造就了人们社会交往的结构性机会和限制；人们与处在相似位置上的个体之间的交往机会，要高于那些位置距离较远的个体的交往机会；等级位置较高的个体主导社会交往
(11)

 。由于社会网络的生成和维系需要付出一定的资源，那些在经济、权力和声望上拥有优势资源的人，同样也可以结成优势的关系网络
(12)

 ，生成不同的社会网络形态
(13)

 。那些处于较高阶层位置的人们更可能接触到较多资源占有的个体，形成同质性更强的社会网络
(14)

 ；地位较低的个体，即便拥有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也终究受制于阶层位置，所能动员的资源也颇为有限。

虽然资源分布论和地位限制论都试图解释个体的社会支持获得，但是资源分布论忽视文化对个体选择的影响，有决定论之嫌
(15)

 ，地位限制论则强调社会结构对社会交往所形成的支持网络的影响，对宏观的资源结构却重视不足
(16)

 。本章节的研究试图在这两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尝试将两者相结合，以提出一个新的结构分析框架去分析个体的社会支持获得议题。

“结构与行动”（即，结构制约下的行动选择）作为传统结构社会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
(17)

 ，在不同研究视角中存有一定的差异。相比于网络结构观强调基于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络，地位结构观主要强调基于市场能力、工作关系抑或生产关系中的资产控制权等的阶层地位。阶层地位通过形塑不同地位群体的社会行动，最终建立标识自身阶级属性的“边界”
(18)

 。然而，阶层地位对行动的塑造绝非“纯粹”，该过程离不开包括组织、政治、市场等在内的社会环境
(19)

 的作用。由此，我们在讨论社会支持获得时，只采纳“资源分布论”和“地位限制论”中的某一者，都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因此，笔者试图将以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提出“资源分布—阶层地位”分析框架（见图6-1），以比较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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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分析框架




 三　东亚华人社会支持体系的制度差异

中国大陆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直到2007年才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适度普惠社会福利阶段，在此前（1984～2007年）一直处于以补缺型福利、重收入保障的狭义性福利和二元而非城乡统一的福利等为特征的改革开放与社会福利加速发展阶段
(20)

 。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Residual Welfare）强调社会福利只在市场和家庭制度失效时发挥作用
(21)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推动的首先是收入保障制度的建设，虽然已明显弱化的“单位制”对个体的社会支持功能并没有消失殆尽
(22)

 ，但是社会福利服务提供由于种种限制，仍然有很多社会群体的需求未能完全满足
(23)

 。

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后，逐渐认识到国家福利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意义，其社会政策设计和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生产主义倾向
(24)

 ，即“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25)

 该福利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投资倾向于教育、住房、卫生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注重社区、公司和家庭在福利提供方面的功能，其职业福利在该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香港特区，尽管社会保险制度落后（没有退休、失业和医疗保险），但却拥有全民健康服务、免费基础教育，几乎没有公民因为经济理由而未能得到收入、医疗、居住及教育等基础性生活保障，福利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供给，就此而言香港特区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福利地区
(26)

 。台湾地区早在1995年就将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从职业服务转为全民服务，并强制全体公民参加
(27)

 。目前，台湾地区基本形成了劳工权益保障、医疗健康保险和职业性保障三大社会福利体系
(28)

 。

比较而言，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别，呈现出社会福利模式和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作为重要内容的社会支持体系，在覆盖面、强度和可及性等方面，港台地区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大陆的社会福利受到包括体制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等诸多制度性分割
(29)

 ，现有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发挥对市场竞争的最差结果予以修正的作用
(30)

 。港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体选择诸如银行信托、社会保险等由市场提供的正式支持的空间相对较大。而且，香港的中产阶层从市场化获得支持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的中产阶层
(31)

 。


 四　研究假设的提出

有关华人社会的社会支持研究
(32)

 ，都表明家庭成员或近亲（close kin）在社会支持网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呈现明显的工具主义取向
(33)

 。这些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基本相似
(34)

 。进一步而言，个体乃至家庭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越有可能拥有较强的社会网络，并从中得到更强的工具性支持
(35)

 。在中国大陆，由于经济结构带来了资源拥有的不平等，进而使得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总体网络规模及非亲属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及非亲属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具有更明显的“结构洞”
(36)

 ；户主为体力劳动者的家庭的社会交往被局限在狭小的社会空间内，户主为非体力劳动者的家庭偏向于阶层内交往，其社会纽带更强
(37)

 。在其他华人社会（香港、台湾地区等），亦有类似的经验发现。台湾的研究表明小资产阶级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38)

 ，而工人倾向于阶级内建立密切关系网络。在香港，家庭收入越高，则越可能选择从亲属那里获取工具性支持
(39)

 。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改变家庭规模、结构和居住方式，亲属关系日趋淡化，正式支持体系影响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非正式支持的冲击在所难免
(40)

 。当我们将社会支持选择置于“资源分布—阶层地位”框架后，可以推演出由于社会政策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所产生的地区资源分布格局，很可能对处于相同阶层地位的人们在进行社会支持选择时，呈现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在不同资源分布的地区中，阶层位置对人们支持网络的选择具有交互效应。

在中国大陆，不论身处再分配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人们大多都能得到来自国家的正式支持；对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们而言，囿于普惠型福利制度的欠完善，他们被迫寄希望于从非正式渠道获取社会支持。换言之，在遭受重大的生活冲击后，只有身处较高阶层地位的人们在获得非正式支持的同时，才更有机会依赖于正式支持。在港台地区，由于社会福利供给更为充裕和均等化，城市居民同时选择两种支持体系的机会很可能会高于中国大陆。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阶层地位越高的港台地区城市居民比中国大陆居民更可能选择混合支持。

此外，在单独选择非正式支持抑或正式支持时，中国大陆的城市居民囿于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供给的局限，阶层地位高的居民获得正式支持的可能性要高于地位较低者。在港台地区，市场化和福利体系的完善，很可能带来城市居民的正式支持可及性更为均等。相比较而言，大陆居民的选择性甚至比港台地区还要高。因而笔者预计如下假设。

假设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阶层地位越高的中国大陆城市居民比港台地区居民更可能选择正式支持。

阶层地位，作为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的核心概念，其测量也比较复杂。在这里笔者采用教育程度和受雇地位作为阶层地位的主要测量。不论在新马克思主义（Wright框架）、新韦伯主义（EGP框架）还是社会经济地位（SEI）等不同的理论流派，都将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的指标，其效度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因此，笔者强调教育程度和社会支持的潜在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准则（homophily principle）表明，人们根据同质性原则去构建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果造成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在包含社会人口特征、行为特征以及内在心理特质等诸方面都具有同质性
(41)

 ，那么，受教育程度的参差不齐自然会导致社会网络的构成和规模的阶层差异。与此同时，职业福利往往是和劳动契约下的现代职业分工体系相匹配的
(42)

 。譬如，与工人阶级相比，中产阶级获得的是“薪酬”（salary）而非“工资”（wages），他们在包括薪酬机制、就业保障以及退休待遇等职业机遇（career opportunities）上都比工人阶级优越得多
(43)

 。因此，我们可以将假设1和假设2进一步推演为如下4个子假设。

假设1a：相对非正式支持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港台地区城市居民比中国大陆居民更可能选择混合支持。

假设1b：相对非正式支持而言，雇佣地位越高的港台地区城市居民比中国大陆居民更可能选择混合支持。

假设2a：相对非正式支持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国大陆城市居民比港台地区更可能选择正式支持。

假设2b：相对非正式支持而言，雇佣地位越高的中国大陆城市居民比港台地区更可能选择正式支持。


 五　数据、变量与统计方法

（一）数据

本章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东京大学东亚研究与信息中心主持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 Survey 2006，简称ABS2006）
(44)

 。2006年，该项目对东南亚七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华人社会。所有的调查皆由东京大学与调查国（地区）当地的社会机构合作完成。

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45)

 其中，中国大陆的问卷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中心负责组织执行。在抽样上，首先根据200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依据人口规模将中国分成5类地区，并同时考虑到东中西部；然后从2005年的人口统计年鉴上随机抽取100个市县组成初始PSU，并在每个PSU中随机选择2个抽样点（社区/村）；最后，在每个点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10名被访者。2006年的调查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获得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2000、1000和1006
(46)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只选择了三地的城市样本，数据整理后得到有效样本量为2623的数据集，中国大陆、港台的样本量分别为996、929和698。

（二）变量

1．因变量及其操作化

目前，在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测量中，主要存在定名法（name-generator）和定位法（position-generator）之分。在具体操作上往往限定在特定时间内在某些情境下曾经发生的社会支持交换关系网络，这些情境包括情感问题、财务问题、婚姻问题、工作问题和决策问题等
(47)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仅限于个体的经济支持网。在调查中，问及被调查者“如果您家庭中维持生计的人不幸去世或因病不能再工作，您的家庭将会怎样继续维持生计？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两项”，备选项有10个。
(48)

 笔者将只在“家庭中另外一个成人会成为主要收入支柱”“会让一个或更多的孩子去工作”“会从亲戚处寻求帮助”“会从邻居中寻求帮助”和“找教友帮助”中选择1项或2项的归为一类，定义为非正式支持网，重新赋值为“1”；将只选择“会去申领社会福利费”“退休津贴”“已有保险可应付这一情况”或“其他”归为一类，即从正式支持网获取帮助，赋值为“2”；除此之外的选择类型，同时选择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归为第三类——混合支持网，赋值为“3”。

2．核心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阶层分化从2个维度加以测量：（1）受教育水平。将“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界定为“低”，“高中/中专/技校”界定为“中”，“大专”“大学”和“研究生及以上”则为“高”。以教育程度“低”为参照，其他分别进行0～1虚拟变量编码。（2）受雇地位。在调查问卷中，职业被分为18种
(49)

 。笔者将选项1～6界定为自雇者，选项7～13为被雇者，选项14～18为未被雇者。并以未被雇者为参照。

3．控制变量及其操作化

按照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加以控制。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分为独身（包括单身、离异/分居、丧偶、其他）和已婚，以独身为参照。考虑到家庭经济地位
(50)

 、在职人数和社会信任度
(51)

 都有可能影响个体社会支持的选择，笔者也将它们一并控制。表6-1为整理后的数据结构和变量概况。


表6-1　变量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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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b为均值。

（三）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Multinomial Logit回归模型来分析华人社会的支持网。根据先前的研究假设，我们分别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回归分析，以比较华人社会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网络选择上的异同。在模型中，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和核心自变量。通过多元共线性诊断（multicollinearity diagnostics）之后，所有自变量的变异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2，故没有共线性之疑。此外，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是否违背IIA原则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被择项的差异并非系统性所造成，故模型没有违背IIA假定。


 六　经验发现

表6-2中列出了社会支持网对阶层结构等变量的多类别Logit回归系数。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主要考察控制变量对居民社会支持网络选择的影响。在华人社会，年龄越长的城市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相比较于混合支持要略高（e0.0162
 -1=0.016，p＜0.01）。而且在其他模型中，该系数始终较为稳定。此外，家庭在职人数越多，被访者越倾向于选择非正式支持，家庭经济地位也明显影响个体的支持选择，这不可否认家庭成员在个体生活中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52)

 。不过，以上结果都不是本章节所研究的重点，此处不再赘述。

表6-2　社会结构影响城市居民支持网络的Logistic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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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M为混合支持，I为非正式支持，F为正式支持；*** p＜0.001，** p＜0.01，* p＜0.05，+ p＜0.1。

模型2中，笔者加入了国别（地区）变量，解释力有所上升。与中国大陆相比，港台地区城市居民选择非正式支持的几率比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要高。虽然香港的数据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的方向仍然与台湾地区的统计结果一致。以台湾地区为例，其城市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要比参照组（中国大陆）高73.6％（1/e0.552
 -1=0.736，p＜0.001）。相对于正式支持网，也有相似的结果。在模型4中，除了控制变量，还控制了阶层地位与国别的交互项，结果与模型2中的基本一致。

模型3中，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阶层变量。在没有控制国家变量时，华人在“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的选择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面对“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的选择时，只有教育地位对选择正式支持网有正向作用，雇佣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果与居民单独选择“正式支持”抑或“非正式支持”相似。但是，在纳入国家（地区）和相关的交互项后，结果却发生了某些变化。

在模型4中，我们纳入了国家（地区）及其与阶层结构变量的交互项，模型解释力明显增强。首先，我们来考察教育程度与居民支持网选择的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比单独选择非正式支持，港台地区的城市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要高于中国大陆城市居民，即不同教育地位的居民随着所处国家（地区）的不同而在选择支持网络上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相对于中国大陆，以初中学历及以下居民为参照，香港的中等教育水平者选择混合支持而不单独选择非正式支持的几率要高近一成（1/e-0.199-0.46+0.56
 -1=0.104）。有些意外的是，高等教育水平者仅为参照组的77.5％，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反而倾向单独选择非正式支持，其原因还有待深入探究。不过，在台湾地区，中高等教育者选择混合支持的比例都比参照组高。而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香港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台湾地区只有高等教育者的交互项系数通过了检验。结果表明，台湾的高等教育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要明显高于混合支持。通过以上分析，假设1a基本得到支持。在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的选择上，不论香港还是台湾地区，高文化程度的城市居民都更倾向选择正式支持网，不过只有香港存在交互效应。在和中国大陆相比较后，笔者发现，中高文化程度的香港居民只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相对非正式支持而言）要更低（e-0.139+0.886-0.81
 =0.939；e-0.139+0.986-1.271
 =0.654）。当然，台湾地区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其城市规模及发展水平差异等有关。就此，经验资料并不能完全否定假设2a。

接下去笔者考察职业地位对居民支持网络选择的作用。“非正式支持网络vs混合支持网络”的交互项都显著，而“正式支持网络vs混合支持网络”却不然。相对于非正式支持网，香港的受雇阶层同时选择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网的几率（以未被雇者为参照）比中国大陆受雇阶层高近1倍（1/e-0.199+0.112-0.587
 -1=0.962）；香港的自雇阶层则是大陆受雇阶层的2.5倍（1/e-0.517+0.308-1.027
 -1）。在台湾地区，这两个几率分别达到2.656倍（1/e-0.517+0.112-0.572
 ）和3.102倍（1/e-0.517+0.308-0.923
 ）。可见，假设1b得到了较好的支持。相对于正式支持网络，在华人社会，城市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网的几率没有随着国家的不同呈现明显的差别。至于到底选择正式支持还是非正式支持，华人社会在总体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见模型3），这说明经验材料并不支持假设2b。


 七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ABS2006的调查资料，本章从地位结构观出发，探讨了资源分布和阶层结构对东亚华人社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社会支持选择的影响。经验资料基本支持笔者的研究假设，即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的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选择上即存在总体性选择差异，而且还存有阶层结构上的差异。它们背后的推手是不同国家（地区）的总体资源分布与阶层分化的交互作用。必须指明的是，资源分布与阶层结构的交互效应对非正式支持与混合支持、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的选择上更强，而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作用并不显著。

以往不少研究偏重于基对人际互动的非正式支持的讨论，对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正式支持却重视不足，将资源分布论和地位限制论相结合去探讨社会支持选择的研究则更为少见。本章着重讨论了不同资源分布中的阶层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对非正式、混合支持和正式支持是如何选择的，尝试去弥补上述不足。

华人社会的文化特质仍然在居民的社会支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费老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家庭是所有私人联系所构成网络的中心位置
(53)

 。居民在深陷生活困境之时，向包括家人、亲属、朋友在内的非正式网络寻求支持成为华人通常的策略
(54)

 。然而，除了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的支持网络还受制于特定的资源分布格局和社会阶层等结构要素。我们的结果显示，虽然教育程度和雇佣地位对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的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离不开宏观的资源分布，即社会资源分布越合理，华人社会更倾向选择二维的混合支持，反之，只能退回到单维的非正式支持。这在理论上表明“资源分布—阶层地位”框架对华人社会有着更强的解释力。此外，从社会政策意涵上来说，社会资源分布的合理化是社会政策实现其“消解社会不平等”这一终极目标的内在要求。

当然，受调查资料的局限，本章的研究未能将影响支持网的社区变量纳入模型并加以控制，而仅仅用国家（地区）作为代理变量来讨论。这意味着各国或地区城市居民的社区资源分布成了遗漏变量，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本章研究中所指涉的社会支持主要指的是经济支持，而对情感支持、照料支持等没有涉及。这些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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